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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王船山性理思想之建構 

與其內部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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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船山處明末清初之際，卓然為一代鉅儒，其學術雖博涉多方，最要者，仍在

所謂「性理思想」。而其中年以後義理思惟，乃多經「理學脈絡」之激發或導引產

生。特其思惟發展，自有其所關注之思想議題，與所體認之儒學危機，故不宜單

以「理學家數」之概念，予以理解。 

關於船山所關注之思想議題，依本文所見，約有三項：其第一項，在於基於

理學立場，針對二氏之學所作之「虛」、「實」之辨。其第二項，在於經由朱、陸，

或說朱子與陽明之學之對峙，所引發之義理學爭議。其第三項，則是由前項爭議

所引生之有關「存有學」與「認識論」之探討。尤其後者，即有關「認識論」方

面觀點之澄清，方是根本解決朱子與陽明雙方爭執之關鍵所在。唯對於船山而言，

認識論立場之確立，本即牽涉整體形上學之建構，故欲於此方面而為一徹底之解

決，必須檢視其哲學基礎之整體系統，而非止於義理學之立場作選擇。本文所述，

即據以上所說要點之屬於「思想議題」之部分，仔細分析影響船山系統思惟發展

之諸多觀念因素，並依其思想之歷程，區分階段，以闡明先後發展之軌跡；具特

殊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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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山所關注之思想性議題與其所體認之儒學危機 

就人類歷史言，不同文化之學術，可以有相近或相通之運作概念與思惟基礎
1

，

亦可有不同之傳承特質；而個人所表現之學術性格，則可發展出相異之風格，或

建構互殊之體系
2

。至於因學術而名家，則一方面可宣示一種特殊之時代意義；另

方面，亦有時呈顯出一種可有之恆久性啟示。明末清初之王船山（夫之，字而農，

一號薑齋，1619-1692），卓然為明、清易代之際一鉅儒，雖以遺民之際遇，其影響

未能及身廣布
3

，然其學術整體，若就思想史之進程，乃至與歷史之關連論，不唯

具有可辨識之時代意義，抑且即於今日，亦仍有不容忽視之價值。此二點之闡發，

各有其不同之論述脈絡，可逐一而辨。而於分敘之前，首應先予說明者，厥為其

學術之來歷，與其思惟發展之議題導引。 

欲講明船山之學，首當分辨其成家之路數。此一路數，即：注經而經學不專

家，論史而史學不專家，精義理而義理亦不拘守一已有之成局，乃至擇取若干子

籍而為之說義，亦多屬自為取擇；凡一切，皆所以成就其自身所期待於儒學之統

整，並樹立其一家之思想宗旨與學術風格。然於此一切「不專家」之中，船山又

有極純粹、極嚴格之義理立場，與其為維護此立場而建構之極為卓越而周密之哲

學系統。且船山思想之最終歸宿，於其主觀之意向中，亦仍是欲將其種種思辨之

所得，回歸於儒學中所素尊之「經學」。此但觀其自書楹帖所云：「六經責我開生

                                                 
1

 此項不必然有，而或可有之近似，主要來自人性之共同基礎；世界文明之思想史發展，

所以可有一建立於共同理解之普遍性詮釋，此為一不可少之條件。唯此處所言，並非指

「觀念」與「智慧」之全部內容，而係針對作為思惟工具之「運作概念」，與經由方法提

示，而實際得以持續操作之「理性能力」而說。 
2

 於此意義上，表達思想之創作，既是一項「知識」工作，亦是一「技藝」工作。 
3

 王壬秋（闓運，號湘綺，1833-1916）云：「船山祖籍維揚，本勳華世冑，遭明社鼎沸，

避世隱居，鄉人無聞知者。至道光時，始得鄧南村表彰之，求其遺書及其族人，則正有

居湘潭以商富者，好文學，出重貲聘通人校刻薑齋說經史各種，而船山始顯。江南人士

好博通，見而信好之，以匹顧亭林。曾文正夙喜顧學，以薑齋多新說，甚為稱揚。其弟

國荃，亦喜誦之，猶以未盡刻為憾。會兵興，湘潭刻板散失，而國荃克江南，文正總督

兩江，國荃出二萬金開局金陵，盡搜船山遺書，除有避忌者悉刻之，於是王學大行。」

見王闓運：〈邗江王氏五修族譜〉，收入〔清〕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

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1996 年），第 16冊，頁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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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4

，即是一清楚之表白。 

船山此一鮮明之學術取徑，與其自覺之學術使命，顯示其為學，雖與彼所從

出之「衡湘」一地之文化，乃至整個世變相關
5

，然其建構學術之最核心部分，仍

是來自其自身之體悟，與得自秉賦之思想創造能力。船山論學風格中所呈顯之強

烈之議題導向，必依於此義，乃有以得其要歸
6

。亦即因此，船山之博學而不遵一

途，不唯不可輕謂之為「雜」
7

，其中年以後義理思惟之多經「理學脈絡」之激發

或導引產生，亦不宜即以單純之「理學家數」之概念，予以理解
8

。 

此處所以謂船山自中歲以還，其思惟發展，乃多經「理學之脈絡」導引產生，

關鍵有二：一繫於其所關注之思想議題，一繫於其所體認之儒學危機。 

關於船山所關注之思想議題，依余所見，約有三項：其第一項，在於基於理

學立場，針對二氏之學所作之「虛」、「實」之辨。其第二項，在於經由朱、陸，

                                                 
4

 船山〈鷓鴣天〉詞云：「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云此是薑齋。龜於朽後隨人卜，夢未圓時

莫浪猜。誰筆仗，此形骸，閒愁輸汝兩眉開。鉛華未落君還在，我自從天乞活埋。」自

注云：「觀生居舊題壁云：『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見王夫之：《薑齋詞

集‧鼓棹初集》，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5 冊，頁

717。 
5

 王壬秋云：「船山學在毛西河伯仲之間，尚不及閻百詩、顧亭林也，於湖南為得風氣之先

耳。明學至陋，故至兵起、八股廢，而後學人稍出。至康、乾時，經學大勝，人人通博，

而其所得者或未能沈至也。」（見王闓運：《湘綺樓記‧同治八年二月初五日》，收入王夫

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6冊，頁 666）按，壬秋於船山之學

之所造，未深識，以人多稱揚之，故評語中不免有故為抑揚之態。唯此言「明學至陋，

故至兵起、八股廢，而後學人稍出，船山於湖南為得風氣之先」，其說雖不盡然，亦有若

干近實之處。 
6

 亦即船山對於議題之「根本性質」之理解，無論其過程中所曾受之影響為何，其最終之

判定，皆係來自其特有之識見，且形成一種自身之系統，故具開創性。 
7

 王壬秋曾於所主纂之同治十三年（1874）《衡陽縣志》中評船山云：「如船山之好奇兼愛，

志欲包古今之述作矣，總其成書，亦雜家之流，故分別門目而載之」（《衡陽縣志‧藝文

篇》〔節錄〕，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6冊，頁 1415），

即是誤以所謂「雜家」者視其學。 
8

 此處所言，乃就後人之角度，見之為如此。其在當日，時人固多即以「理學」視船山。

如李如桂為其家宗譜乞序於船山，其撰文即以「衡郡理學王夫之先生」稱之（見〔清〕

李如桂：〈宗譜序〉〔節錄〕，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6冊，頁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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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說朱子與陽明之學之對峙，所引發之義理學爭議。其第三項，則是由前項爭議

所引生之有關「存有學」（ontology）與「認識論」（epistemology）之探討。尤其

後者，即有關「認識論」方面觀點之澄清，方是根本解決朱子與陽明雙方爭執之

關鍵所在。唯對於船山而言，認識論立場之確立，本即牽涉整體形上學之建構
9

，

故欲於此方面而為一徹底之解決，必須檢視其哲學基礎之整體系統，而非止於義

理學之立場作選擇
10

。 

                                                 
9

 西方哲學中「一般性形而上學」（general metaphysics）之形態，有以「存有學」為主體，

存有學與相應之「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即構成其「形上學」者（即 “metaphysics 

as ontology”），如古典時期之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322 B.C.）哲學。亦有以批判

哲學（critical philosophy）為態度，以決定「思辨哲學」或「形上學」之命運，而「形上

學」最終即所以表明其認識論之基礎者（即 “metaphysics as epistemology”），如近代之康

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哲學。亦有以「揭示各種形上學立場與學說之終極假設

之歷史性研究」作為其「形上學」之內涵者，如二十世紀之牛津學者柯靈烏（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即 “metaphysics as history”）。此外，範疇架構理論之展示、經

營與改進，亦可視為「形上學」之一種方式（即 “metaphysics as the exhibition, modification 

and speculative proposal of categorical frameworks”）。以上四類之說明，參詳 Stephan 

Körner（1913-2000）,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Philosophy, Sussex: Harvester Press &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79, pp. 180-195. 對於船山而言，雖在其日後發展之四種理論結

構中，「宇宙構成論」（cosmology）始終為決定其「形上學」形態之關鍵（於此一點上，

船山不僅與朱子、陽明之皆以「存有學」為基礎，以構成其「形上學」者有異，亦形成

「形上學」發展中另一種形態，與上述各類皆有所異。西方二十世紀哲學中，近此取徑

者，則有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之「有機哲學」〔the philosophy of 

organism〕之說。參見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1978 corrected edition, edited by David Ray Griffin and Donald W. Sherburne, Free Press），然

追溯其思惟發展之線索，最初仍是以朱子、陽明不同學脈相對峙所觸動之「認識論難題」

為導引之核心。 
10

 船山晚年宗橫渠為正學，且為其《正蒙》作註，其書序云：「學之興於宋也，周子得二程

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廣，而一時之英才輻輳於其門。張子斅學於關中，其門人未有殆庶

者。而當時鉅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而末繇相為羽翼。是以

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故道之誠然者不著，貞

邪相競而互為畸勝，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熺。其以

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爭貞勝者，猶水之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曉然

大明，以正童蒙之志於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

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為浮屠作率獸食人之倀乎！」（見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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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船山所體認於儒學之危機，主要亦有三項：第一項在於學者對於如何維

繫治體、治術，乃至「民族國家」之本位，缺乏認識
11

。第二項在於學者對於與「儒

學」密切相關之經、史之學，缺乏「哲學性質」之理解，以及「議題分析」之角

度與眼光，因而易流於無用。第三項在於朝綱壞於閹黨，官箴壞於貪墨，而士人

心術之受蠹，則學術之不正有以敗之；如何袪誣罔而扶正道，有不容不辨者
12

。 

                                                                                                                             
論》，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2 冊，頁 11-12）文

中明謂陸、王之與朱子之教爭貞勝者，猶水之勝火，一盈一虛而莫定，須得張子之學曉

然大明，乃有以使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不能傲君

子以所獨知。由此見，本文所標舉之三項議題，確實處於其「性理學思惟」之核心。 
11

 船山曾有一特殊之「國族主義」（nationalism）觀念，其說云：「夫觀初始於天地者，豈

不大哉！洋洋乎金以銑之，木以幹之，土以敦之，火烜風撓水裛以烝化之，彼滋此孕以

繁之，脈脈門門、泮渙摶翕以離合之，故盛德行於無疆而不知其屆也。然而清其族，絕

其畛，建其位各歸其屏者，則函輿之功，所以為慮至防以切。是故山禽趾疏，澤禽趾冪，

乘禽力橫，耕禽力縱，水耕宜南，霜耕宜北，是非忍於其泮散而使析其大宗也，亦勢之

不能相救而絕其禍也。是故聖人審物之皆然而自畛其類，尸天下而為之君長。區其靈冥，

湔其疑似，乘其蠱壞，峻其墉廓，所以絕其禍而使之相救，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德』者，

豈虛獲哉！」（見王夫之：《黃書》，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

書》，第 12冊，頁 501）篇中所謂「清其族，絕其畛，建其位各歸其屏者，則函輿之功，

所以為慮至防以切」，實際即是船山有鑑於歷來外族之患而建立之一種依地域生態之所產

與所宜為核心之「族類觀」。船山且依此而將所謂華、夷之辨，作出「聖人審物之皆然而

自畛其類，尸天下而為之君長。區其靈冥，湔其疑似，乘其蠱壞，峻其墉廓，所以絕其

禍而使之相救」之新詮。於其觀念中，種類之靈、冥，實有不同之天命，必須區隔，乃

始得以相救而無害。船山此種基於族類、生態與文化歷史而發展出之「民族本位」說，

作於甲申之難後未久，自是有所激而云然。然其說中強調仁義之施為，應先強幹自輔，

凝黃中之絪縕，且謂凡統建維君，莫不「仁以自愛其類，義以自制其倫」，此一可衍之論

數，雖依其所自言，非乖《春秋》之度，然其所表顯之「民族區隔論」色彩，則與歷來

儒者講論《春秋》時之主張，明顯差異。故船山亦於其書〈後序〉（同上，頁 538-539）

中，自設疑詞而為之釋。至於與船山同時，則有方藥地（以智，字密之，1611-1671），

其論族類，亦有「中國之人較它地為聰慧」之說，見於其所作《東西均》（上海：中華書

局，1962 年，頁 140）；然方氏並未主張一種國族主義，亦未有類似「區其靈冥，湔其疑

似」之論，故與船山之說不同。 
12

 船山著《搔首問》，於明季之政情、吏治、士風析之甚切，且文多譏彈，論者比之於屈子

之作《天問》（詳劉人熙：〈搔首問序〉，見王夫之：《搔首問》，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

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2冊，頁 649）。其書中云：「自古小人淹沒寵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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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解析於影響船山思想發展之關鍵因素，就前三項思想性議題論，其產

生之作用，在於促使船山思惟進程之內裡，始終具有一種屬於「批判性質」之哲

學性需求；船山自身系統之建構，即是於此導引產生。就後三項其所體認於儒學

之危機者言，則使其自始即有一屬於儒學價值觀念與風格之選擇；船山之所以自

成一家，具有特殊之處理經、史之學之角度與視野，皆與此相關。至於此二方面

之互涉，與交相影響，船山則發展出一足以支撐兩者「相互關連」之統合方式。

此項統合方式，會歸為兩項重要之哲學性論述：一為其「道器」論，而另一，則

為其「繼善」、「成性」之論。而二者皆於其中年治《易》而草為《周易外傳》時，

即已奠立初基
13

。 

                                                                                                                             
恤君親者，即無所不至，未敢以其所為公然標榜與天理民彝相亢，其良心固尚不盡亡也。

自龍溪竊釋中峰之說，以貪瞋癡治戒定慧，惑世誣民；李贄益其邪（陷）〔焰〕，獎譙周、

馮道而詆毀方正之士。時局中邪佞之尤者，依為安身之計」（同上，頁 648），則於龍溪、

卓吾之學，斥之尤烈。船山書中它處復云：「贄受法於龍溪。龍溪之告唐應德（順之，號

荊川，1507-1560）曰：『他人以戒定慧治貪嗔癡，公當以貪嗔癡治戒定慧』，宜其心印之

若此」（同上，頁 625），亦是同於此意。唯龍溪此語，本就「轉幾當圓」而設法，其立

基在於陽明「妄心亦照」之說（關於陽明「照」、「妄」之分判，參詳拙作〈王陽明哲學

之根本性質及其教法流衍中所存在之歧異性〉〔《文與哲》期刊第 16 期，2010 年 6 月，

頁 283-366；收入戴景賢撰：《明清學術思想史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

年〕），並非如龍溪評羅近溪（汝芳，字惟德，1515-1588）之所謂「卻將動處亦把作真性

籠罩過去，認做煩惱即菩提」（龍溪語，見王畿：〈留都會紀〉，收入〔明〕王畿撰，吳震

（1957-）編校整理：《王畿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年〕，卷四，頁 90）。則船山

於龍溪說，實亦未嘗深究。 
13

 船山於崇禎壬午（1642）登湖廣鄉試春秋科第一，是歲船山年二十四；越二年，即為甲

申（1644）之變。於此前，船山所習不外時藝、詞章，嘗閱古今人所作詩及經義，或十

萬、或數萬首（見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序》，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

編校：《船山全書》，第 15 冊，頁 817），而其中唯《春秋》有家說。然武夷公所授言，

著眼於胡《傳》，其初仍是緣於功令，後乃自闢蹊徑而為學。故船山謂其父曾自疑帖經之

術已疏而守《傳》之述未廣，乃研心曠目，歷年而有得（見王夫之：《春秋家說‧敘》，

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5 冊，頁 105）。迨二人之經

變亂，乙、丙之年船山避居續夢菴讀書，始感聖人畫象繫辭，為精義安身之至道。又十

年，乃成《周易外傳》。此時船山年三十八（此前數載，船山曾與殷浴日〔銘〕等同為訓

詁師以自給；其為人講說，多為時藝。而自學則以《春秋》與《易》為主。見〔清〕王

之春〔1842-1906〕：《船山公年譜》，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

書》，第 16 冊，頁 322-323，〔順治十一年甲午〕條下）。嗣後由三十八，以至年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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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之「道器」論，依其核心觀點言，主要在：基於「虛」、「實」之辨，將

《易傳》中以「形」之上、下，區辨「道」、「器」之說，關連之於一種牽涉於宇

宙建構歷程之理論，並據「性」、「命」之說，建立不同層級之「有限實體」（finite 

substances）之概念，與隨之而有之有關「轉變」（mutatio）意義之討論；以釐清與

「物」之「品彙性」
14

、「發展性」相關之辨義，從而將「正德」與「利用」所涉

及之「知識建構」問題，一併納入分析。 

依船山之所見，儒家之立論基礎，本在於《易》學，船山云： 

 
道，體乎物之中以生天下之用者也。物生而有象，象成而有數，數資乎動

以起用而有行，行而有得於道而有德。因數以推象，象
15

自然者也，道自

然而弗藉於人。乘利用以觀德。德，不容已者也，致其不容已而人可相道。

                                                                                                                             
撰《周易大象解》，六十七撰《周易內傳》，逐步由推廣象數之變通，極酬酢之大用者，

進而據彖、爻立誠之辭，以體天人之理。依其自言，凡此皆以亡國孤臣，寄身穢土，業

無可廣，而於《易》之道未敢忘，然後為之解（見王夫之：《周易內傳‧發例》，收入王

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冊，頁 683）。若是言之，國家之

不幸，不僅如趙甌北（翼，字耘松，1727-1814）之云，乃「詩家幸」（甌北詩云：「身閱

興亡浩劫空，兩朝文獻一衰翁。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蘭悲夜火，

故都喬木泣秋風。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見〔清〕趙翼：〈題元遺山集〉，

收入《甌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上冊，卷三十三，頁 772）；國家之

不幸，亦常是激厲學者增益其思之一緣，可於船山見之。 
14

 船山《外傳》之解〈大有〉云：「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從其用而知其體之有，豈待

疑哉！用有以為功效，體有以為性情，體用胥有而相胥（《全書》校云：「『胥』，守遺經

書屋本、金陵本、前後中華本作『需』。」）以實，故盈天下而皆持循之道。故曰：『誠者

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見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二，〈大有〉，收入王夫之撰，船

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冊，頁 861）船山此釋「物」之「有」，以「功

效」與「性情」相對，而謂二者相胥以實（即「實則俱有，虛則俱無」；作「相需」亦通）。

於理論，即是表明：「有限實體」之「自立性」（subsistence）之假設，係由其「主體潛能」

（subjective potency）與「實現」（act）間之關係而獲得確認。故「群有」之取徵為「天

下之用」，表現「品彙」之多樣。至於所謂「盈天下而皆持循之道」，則是說明存有物一

經存在，即是以業經實現之實體為基礎，其潛能不僅非屬不帶任何實現之「純粹潛能」

（pure/act-less potency），亦於性質，不受任何超越之力量所影響。 
15

 《全書》校云：「『象』，守遺經書屋本、金陵本、太平洋本、前後中華本均作『道』。」

按，參下文「乘利用以觀德。德，不容已者也」句意，作「象」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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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弗藉人，則物與人俱生以俟天之流行，而人廢道；人相道，則擇陰、陽

之粹以審天地之經，而《易》統天。故〈乾〉取象之德而不取道之象，聖

人所以扶人而成其能也。蓋歷選於陰陽，審其起人之大用者，而通三才之

用也。天者象也，乾者德也，是故不言天而言乾也。
16 

 
船山篇中取《論語》所記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義，以配進《易傳》所

謂「《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之說，其要點在於闡明：人之相道，固

出於行得，然此所謂「行而有得」，必如聖人之於物之生、成、起用之象中，得其

所不容已，然後得以審乎道之所以通於三才之用者之經。從此而發揮，乃得以成

人「相道」之能。 

船山此一說法中，所謂「數資乎動以起用而有行」，「數」字之所指，不唯涉

及「存有者」存在之「時」、「位」，亦涉及物之「性能」與「變化」。船山《外傳》

之解〈同人〉云： 

 
陰陽相敵，則各求其配而無爭。其數之不敵也，陰甘而陽苦，陰與而陽求，

與者一而求者眾，望甘以為利之壑，則爭自此始矣。唯夫居尊以司與者，

眾詘於勢而俟其施，則〈大有〉是已。過此者，不足以任之。故同者，異

之門也；〈同人〉者，爭戰之府也。
17

 

 

夫前文所謂「因數以推象」，乃以「數」中有理，故足以推之。而為之攻、取者，

即是陰、陽體性處其時、位之作用。故以〈大有〉、〈同人〉為例而言，陰皆居五

陽之中，〈大有〉以得爻之尊位，故有「司與」之權，凡眾皆詘於勢而俟其施；而

以〈同人〉而言，則陰孤以同五陽，雖為主而未尊，故群爭而為戰。船山此一依

據「求」、「與」而為攻、取之勢之「數論」，由於係有特殊之氣化觀與之配合，因

而具有特殊之「物理邏輯」與「事理邏輯」之意義；與曆家或一般論《易》之學

者不同。 

而所謂「數資乎動以起用」，則同時尚概括進人因生存需求而建構之社會性發

                                                 
16

 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一，〈乾〉，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

書》，第 1冊，頁 821。 
17

 同前註，卷二，〈同人〉，頁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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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此一進展，包括「利物」與「和義」。船山曰：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就善而言，元固為之長矣。比敗以觀

成，立失以知得，則事之先，而豈善之長乎？《彖》曰：「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元者，統大始之德，居物生之先者也。成必有造之者，得必有

予之者。已臻於成與得矣，是人事之究竟，豈生生之大始乎？
18

 

 
又曰： 

 
有木而後有車，有土而後有器，車器生於木土，為所生者為之始。操之斷

之，埏之埴之，車器乃成，而後人乃得之。既成既得，物之利用者也，故

曰「利物和義」。成得之未敗失者，利物之義也。
19

 

 
依船山此說，「生生之大始」非關「成」、「得」，「成」、「得」乃人事之究竟，須賴

物之利用；而其不敗失，則須有「利物之義」。此「利物之義」，與「仁」相資
20

，

皆是以人因乎所得於「天、人授受往來之際之成數」，以之起用，而後有之作為。

其中所謂「仁」，則是人於「凝命」之後，日生於其心者。故又曰： 

 

                                                 
18

 同前註，卷一，〈乾〉，頁 825-827。 
19

 同前註。 
20

 船山此言「成得之未敗失者，利物之義」，其論「義」，乃以公眾之集體生活，乃至社會

之歷史發展為著眼，其本人有一可資參照之說，見於其晚著之史論，即其論「封建」之

變為「郡縣」。船山曰：「封建毀而選舉行，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

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天乎！陰陽不能偏用，

而仁義相資以為亨利，雖聖人其能違哉！」（見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王夫之撰，船

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0冊，頁 67-68）篇中特為標出「陰、陽不能

偏用，而仁義相資以為亨利」之義，見「仁」雖善之所自生，乃人人於其成性以還即凝

命在躬者；然此生理之善，猶須賴群倫於變衍時移之中，隨勢而易，以成「利物之義」，

然後乃得以與之相資而共遂其亨、利。船山此一論述，於制度之演化中，揭示其中「歷

史因素」與「人性因素」所分別承擔之作用，實已遠軼傳統理學家討論「義、利之辨」

時所採取之倫理學取徑；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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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一陰一陽之始，方繼乎善，初成乎性。天人授受往來之際，止此生理為

之初始，故推善之所自生，而贊其德曰「元」。成性以還，凝命在躬，元

德紹而仁之名乃立。天理日流，初終無間，亦且日生於人之心。惟嗜欲薄

而心牖開，則資始之元亦日新而與心遇，非但在始生之俄頃。而程子「雞

雛觀仁」之說，未為周徧。要其胥為所得所成之本原，而非從功名利賴之

已然者，爭敗失之先，則一也。意者，立成敗得失之衡，以破釋氏之淫辭

邪？則得之爾矣。
21

 

 
論中謂資始之元，乃「日新」而與心遇，而非但於始生之俄頃，此一「天理日流，

日生於人心」之論，顯示船山對於人之「潛能」中實現「善」之能力，具有一種

「動態」之設論。此一動態之潛能，不僅導引「人事」之作為，亦是奠立「價值」

之基礎。而其所以「資動而起用」，則在於人能「行而有得於道而有德」，產生對

於「自我存在」之自覺，並能於其自身，決然確立「成敗得失之衡」。此一建立自

身「主體」之起點，既是一「哲學起點」，亦是人類創造其文明之歷史起點。《易》

之所以統天，依船山說，蓋即是以此一兼包「自然歷史」與「人文歷史」之眼光

論之。船山以是而辨儒、釋之「虛」、「實」。船山曰： 

 
釋氏之言，銷總、別、同、異、成、壞之六相，使之相參相入，而曰「一

念緣起無生」。蓋欲齊成敗得失於一致，以立真空之宗。而不知敗者敗其

所成，失者失其所得，則失與敗因得與成而見，在事理之已然，有不容昧

者。故獎成與得，以著天理流行之功效，使知敗與失者，皆人情弱喪之積，

而非事理之所固有，則雙泯理事、捐棄倫物之邪說，不足以立。雖然，於

以言資始之「元」，則未也。
22

 

 

論中謂「釋氏之言，銷總、別、同、異、成、壞之六相，使之相參相入，而曰『一

念緣起無生』，實欲齊成敗得失於一致」，此一立基於儒學之評議，重點有二：一

於宇宙構成論（cosmology），一於存有學。在其觀點中，「欲齊成、敗、得、失於

                                                 
21

 見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一，〈乾〉，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

全書》，第 1冊，頁 825-826。部分已見前引。 
22

 同前註，頁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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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不唯乃釋氏立教之義理需求，亦是其建構哲學思惟之起點。而其所以能於

宇宙構成論中，使「總」、「別」、「同」、「異」、「成」、「壞」之六相，相參相入，

關鍵點在於其於存有學中，主張「一念緣起無生」之說。此種「以存有學為形上

學根基」之建構哲學系統之方式，以船山之觀點視之，實是錯用方法。船山曰： 

 
善言道者，由用以得體；不善言道者，妄立一體而消用以從之。

23

 

 
文中此一分辨之立場，亦可說，即是船山一生處理哲學議題之基本態度。而若以

上述船山所標舉「因數以推象」、「乘利用以觀德」，作為其「由用以得體」之基本

途轍，則可將其實際處理之議題，依此畫分為二類：凡前人論朱、陸異同所涉及

之存有學與認識論之爭議，皆是與前者，所謂「因數以推象」，相關。而後者，所

謂「乘利用以觀德」，則是發展成為船山自身之文明史觀與歷史哲學。總合船山解

析《易傳》之以「形上」、「形下」，區辨道、器，而為之發明之有關道、器之論述，

胥是依於此二者之所需，而為之一種哲學觀念之連結
24

。此種哲學觀念之連結，另

一表現形態，即是其所特發之「繼善」、「成性」之論。 

所謂「繼善」、「成性」之論，就「宇宙構成論」之意義言，最要者，在於將

《易繫》之所謂「道」、「善」、「性」，區隔為不同之三階。船山云： 

 
人物有性，天地非有性。陰、陽之相繼也善，其未相繼也不可謂之善。故

成之而後性存焉，繼之而後善著焉。言道者統而同之，不以其序，故知道

者鮮矣。
25

 

 
此段引語中所謂「言道者統而同之，不以其序」云云，雖未明言，實乃指朱子「善」、

「性」即「理」之說。朱子云： 

 

                                                 
23

 同前註，卷二，〈大有〉，頁 862。 
24

 余早年撰寫學位論文，選擇《王船山之道器論》（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1982 年 6 月通過口試）為題，即欲以「道器論」之發展，貫串船山一生思想。今編為本

書之下篇。 
25

 見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五，〈繫辭上傳第五章〉，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

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冊，頁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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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之初，人物所資以始。「成之者性」，則此

理各自有個安頓處，故為人為物，或昏或明，方是定。若是未有形質，則

此性是天地之理，如何把做人物之性得！
26

 

 

又曰：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性便是善。

27

 

 

而船山於此，則取《易》中所有之「時」、「位」觀，以加入於其「化論」之中；

將天之自體，說之為本身即是一「繼之而後善」之動態之體。此一「天之自體，

本身即是一動態之體」之觀念，與前論其說中所謂「資始之元乃日新而與心遇」

之說，係建立於共同基礎。唯於此一「動態」之義中，船山並未全然解構作為氣

化主體之「道體」之概念。而係將「道」字與其延伸而有之「德」字區分，由是

而有「小」、「大」之說。至於所謂「性」，則必待成之為物，而後存焉。其言云： 

 
小者專而致精，大者博而不親。然則以善說道，以性說善，恢恢乎其欲大

之，而不知其未得其精也。恢恢乎大之，則曰「人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

猶犬之性」亦可矣。當其繼善之時，有相猶者也，而不可概之已成乎人之

性也，則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共命」亦可矣。當其為道之時，同

也共也，而不可概之相繼以相授而善焉者也。惟其有道，是以繼之而得善

焉，道者善之所從出也。惟其有善，是以成之為性焉，善者性之所資也。

方其為善，而後道有善矣。方其為性，而後善凝於性矣。
28

 

 
船山此一「道」、「善」、「性」之辨，於其論中，「善」必相繼以相授而後有，「性」

則必因善而後成。「博而不親」者，與「專而致精」者，一大、一小，既是因體以

                                                 
26

 見〔宋〕黎靖德輯：《朱子語類》，卷七十四，收入〔宋〕朱熹撰，朱傑人（1945-）等主

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6冊，頁 2524。 
27

 同前註。 
28

 見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五，〈繫辭上傳第五章〉，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

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冊，頁 1006-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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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變，亦是因變而成體；大德敦化與小德川流不同
29

。此一說法，由於對於「道」、

「善」、「性」之延伸性發展，所謂「相繼相授」，不僅將之畫分為具有階序之層級，

且主張後階之所「致精」而衍生者，為前階所未備；因此，就立論形態而言，應

判屬為一種「演化」之論。然此一「演化論」（evolutionism）之範圍與基本性質為

何？則仍須綜合其理論之整體結構，始能加以斷定。 

船山之「繼善」、「成性」之論，所以可確認具「演化」之義，最要之關鍵，

在於其「善具其體而非能用之，抑具其用而无與為體」之說。船山曰： 

 
道无時不有，无動无靜之不然，无可无否之不任受。善則天人相續之際，

有其時矣。善具其體而非能用之，抑具其用而无與為體，萬彙各有其善，

不相為知，而亦不相為一。性則歛於一物之中，有其量矣。有其時，非浩

然无極之時；有其量，非融然流動之量。故曰「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

也。
30

 

 
論中船山乃以「道」為「所以然」，故謂「無時不有，無動無靜之不然，無可無否

之不任受」；然此「所以然」，於其「繼之」之過程中，因相續而有品彙；品彙之

善，則為後生，且因類而差異，既不相為知，亦不相為一。此所謂「善」，乃通於

類而見有，依天、人相續之際言，即道之功用；此用因於化而實有，故曰「有體」。

然此用亦繫於時而不能自用，故曰「非能用之」。且就其為「體」而言，亦係於相

續之際，乃見其用，而非歛於一物，故雖用而無與為體。必歛於一物焉，然後為

有量，斯則為「性」。 

船山此所釋於「善」、「性」，一面顯示「善」、「性」乃「可有」，而非「必有」；

「道」之「遍在」義，非合「善」、「性」而言，故無統「眾理」為「一理」，合天

地所共命為「一性」之說；亦不得即以「理體」、「性體」者，當所謂「道體」。此

所謂不可「統而言之」。另一面則以涵性之體，唯器有之；離人、物而言天，天亦

                                                 
29

 船山此舉「小」、「大」，乃以「德」字之義為言，有一可證之說，見於後論；即其於《讀

四書大全說》中所云：「天地之化，與君子之德，原無異理。天地有川流之德，有敦化之

德，德一而大小殊，內外具別，則君子亦無不然」（見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五，

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6 冊，頁 704）之說，可參

看。 
3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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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生用，而非即有定體，故就所謂「由用以得體」觀「天」，天無定化，亦若「無

體」；此即是「道」之「博大無親」義。與「善」、「性」之能「專於小而致精」不

同。船山以此去形上學中主「道」為「恆體」之「靜態」義，從而為「演化」之

論。故船山之辨「天」、「人」乃云： 

 
性存而後仁、義、禮、知之實章焉，以仁、義、禮、知而言天，不可也。

成乎其為體，斯成乎其為靈。靈聚於體之中，而體皆含靈。若夫天，則未

有體矣。
31

  

 
此處船山以所謂「成乎其為體，斯成乎其為靈」，辨「涵性之體」之所以為實然，

而不謂此實然可因其所「終有」而上溯於「天」，謂之為「本有」；故以此義而指

「天」為「未有體」。其說之剖判「道」之體、用，不唯隔絕陽明以人之「良知」

上推於「造化之前」之論理；亦顯與朱子以「人物之生，乃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

心」之說不同。朱子云：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

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

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

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

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

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

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

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

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眾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

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已私，

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

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

                                                 
31

 見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五，〈繫辭上傳第五章〉，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

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冊，頁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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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

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

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
32

 

 
朱子此說以「人之德」與「天之德」相應，乃實說，非虛說；此見其說內部所蘊

含之特殊之「目的性原理」（principle of finality）特質，與其「理者，天之體；命

者，理之用」
33

之說，有相互補足其義之處，而船山與之差異。船山之尊朱而非朱，

即此處所析，實已肇見端倪。 

以上所述，即船山以「道器論」與「繼善成性說」為基礎，而建構之連結「因

數以推象」、「乘利用以觀德」兩面思惟之哲學性理論支撐。其間雖仍存在未能周

密之疑點，有待釐清。然由於其所選擇之義理立場極為明確，且於其內涵之義中，

具有將「靜態思惟」導向「動態」之特性，故對於儒學之時代需求而言，有其應

變之適切性。此點對於船山而言，具有確立其方向之作用。船山之學術與思想，

始終不失有其自身之思想脈絡、特徵與風格，此為堅實之第一步。 

二、船山經由道器論與繼善成性說所完成之哲學系統之初步建

構 

上論船山之道器論，曾謂船山之核心觀點，主要在基於「虛」、「實」之辨，

將《易傳》依「形」之上、下區辨道、器之說，關連之於一種牽涉宇宙建構歷程

之論，並依「性」、「命」之說，建立不同層級之「實體」概念。此一觀點，就船

山而言，有一顯著之意義，即是彼於姚江之教風行天下，王學內部既有所謂「四

無」、「四有」之爭執，而其流衍又頗有與「三教合一」之說通聲氣之世
34

，重新於

                                                 
32

 見朱熹：〈仁說〉，《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收入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朱

子全書》，第 23冊，頁 3279-3280。 
33

 朱子云：「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見黎靖德輯：

《朱子語類》，卷五，收入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14 冊，頁 215）又

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氣也。」

（同上，頁 216）。 
34

 關於王學內部「四無」、「四有」之爭，及其流衍與三教合一說之關係，參見拙作〈論姚

江學脈中之龍溪、心齋與其影響〉（《臺大中文學報》第 22 期〔2005年 6 月〕，頁 35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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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義內確認所謂「人、天相合」之義。對於船山而言，此一「德」之相符中，亦

應包含有「人」與「天」相區隔之辨。 

若就此點而言，船山實明顯受有東林之激厲。蓋姚江之以「良知之體」，上溯

造化之本，從而有其「照心」、「妄心」之辨，當時論者，或不達其精旨，乃頗有

以其學為「近禪」而攻之者。然反觀朱子之說，朱子之釋性、氣，亦有所謂「性

體如寶珠置於水中」之說，亦非絕無釋氏之影響。故自明以來，其「理先」之說，

仍不免啟學者之疑
35

。東林諸儒於斥王學之同時，所以亦於性氣、體用之說，不得

不重加剖析
36

，即以此故。船山於明季最推顧涇陽（憲成，字叔時，1550-1612），

其言曰： 

 
昭代理學，自薛文清而外，見道明，執德固，卓然特立，不浸淫於佛老者，

惟顧涇陽先生。錫山書院所講說見院志者如日星，有目者無不可見也。東

林會講，人但知為儲皇羽翼，不知其當新學邪說橫行之日，砥柱狂瀾，為

斯道衛之尤烈也。先生前無所承，後亦無所授，同時同志若高景逸先生，

已自有不同者。要之，有德之言，唯心得之，乃與往聖合符。
37

 

                                                                                                                             
收入戴景賢撰：《明清學術思想史論集》）、〈王陽明哲學之根本性質及其教法流衍中所存

在之歧異性〉（收入戴景賢撰：《明清學術思想史論集》）。 
35

 如曹月川（端，1376-1434）即曾撰文，指斥朱子「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之喻，謂使

朱子之說然，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如是，則人為死人，而不足以為萬

物之靈，理為死理，而不足以為萬化之原（見曹端：〈辯戾〉，見〔明〕曹端撰，王秉倫

點校：《曹端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卷一，頁 23-24）。其後戴東原，亦摘出

宋人「理」、「氣」二分之論，以為乃屬「二本」之論（見戴震：《緒言》卷下，收入〔清〕

戴震撰，張岱年〔字季同，1909-2004〕主編：《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

第 6 冊，頁 134-135）。阮芸臺（元，1764-1849）承其意，遂逕以朱子「寶珠」之喻，

乃同於釋教，故謂之為「塔性」（阮元：〈塔性說〉，見〔清〕阮元撰：《揅經室續三集》，

卷三，收入《揅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1059-1061）。凡此皆是致疑於

朱子所謂「理先氣後」之說。 
36

 錢師賓四（穆，1894-1990）曾條理東林論學之傾向，謂可於三大辨旨中見之：一辨無善

無惡心之體，二辨功夫與本體，三辨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說詳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

術史》，第一章〈引論〉，收入錢穆撰，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輯：《錢賓四先生全集》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第 16冊，頁 11-17。 
37

 見王夫之：《搔首問》，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2

冊，頁 625。由此見船山之慕涇陽，氣節之外，亦在涇陽之不浸淫於佛老與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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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論中，船山不唯於涇陽之志，深致其企慕之情，於其學亦大為嘆服。則船山之

辨性、氣，或有沿東林發論之線索而得者。特其規模之宏大，與哲學思惟之細密 ，

則非東林之比。故此種「承沿」關係，亦但於其最初階段申之而即可。無須深論。 

船山論性、氣，有一極特出之觀點，與前敘之「道器論」與「繼善成性說」

頗有關連，且亦同於其較早之著作中，即已成形。此一說法，即是見於其《尚書

引義》中之所謂「天日命、性日成」之說。 

《尚書引義》之成書年代，原無可知，依現今學者所考，則應成於前引《周

易外傳》之後，《讀四書大全說》稍前
38

。若此一論斷屬實，則其書釋「性」、「理」

之處雖未多，亦仍有可藉之以觀察船山思想發展之重要性。 

船山於《引義》中說「性」、「命」之義云： 

 
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則日成也。則夫天命者，豈但初生之頃命之哉！但

初生之頃命之，是持一物而予之於一日，俾牢持終身以不失。天且有心以

勞勞於給與，而人之受之，一受其成侀而無可損益矣。
39

 

 
又曰： 

 
夫天之生物，其化不息，初生之頃，非無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無所

命，則仁、義、禮、智無其根也。幼而少，少而壯，壯而老，亦非無所命

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則年逝而性亦日忘也。形化者化醇也，

氣化者化生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始以為胎孕，後以為長養，取精用

                                                 
38

 王孝魚（永祥，1900-1981）據船山《讀四書大全說》內有「其義詳《尚書引義》」之語，

判定本書部分內容應作於《讀四書大全說》之前，且進而推論本書之初成，或在《周易

外傳》之後（詳〈中華本王孝魚點校說明〉，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

《船山全書》，第 2冊，頁 441）。唯在其前，周調陽（1883-1964）據船山五世從孫嘉愷

抄本，末後有「癸卯九月九日成，己巳四月下旬重定」小字一行，本即判定此書初稿應

成於康熙二年（1663），並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重定（見〈尚書引義編後校記〉，收

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2冊，頁 443），其說可據，王

校似未留意。 
39

 見王夫之：《尚書引義》，卷三，〈太甲二〉，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

山全書》，第 2冊，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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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一受於天產地產之精英，無以異也。形日以養，氣日以滋，理日以成。

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受之者有所自授，豈非天哉？故天日命

於人，而人日受命於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
40

 

 
船山此說中所謂「生理」，已見《外傳》，所謂： 

 
成性以還，凝命在躬，元德紹而仁之名乃立。天理日流，初終無間，亦且

日生於人之心。
41

 

 
而其新增之所謂「天日命、性日成」之說，就哲學之意涵言，其核心之義，則有

二：一在於以「性」為「生理」；一在於主張「命」與「性」同具有「雙重之變動

性」。 

關於第一層，以性為「生理」。此所謂「生理」之生，自「生氣」而有。蓋「化」

依生氣而不息，此儒、道二家皆有之義，而船山於此，則依前人「氣」、「質」分

說之例，別「化」為「氣化」與「形化」。強調「形化」者，乃既形以後之化，而

「氣化」，則兼概「未形之前」而說。此一區判，於船山有其特殊之辨義功能。因

既形而為物，即凝然有此物之殊別之「性」；此古人所謂「品彙」。然此性若即是

氣化之偶成，則其性即是形質之性，捨此應更別無所受於天之命。此必不為船山

所主張。故《外傳》之釋「命」，乃於「形」之前，說有「繼之」之「善」。若然，

則「善」在性先，「善」即為性之所資。特當其「繼善」之時，則有「相猶」者也，

而不可概之已成之性；性必於成物之際，乃始凝焉
42

。故所謂一物一物之「命」，

必於「凝焉」之際言之；此所謂「天、人之際」。 

                                                 
40

 同前註，頁 299-300。 
41

 見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一，〈乾〉，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

全書》，第 1冊，頁 825-826。說詳下文。 
42

 船山云：「當其繼善之時，有相猶者也，而不可概之已成乎人之性也，則曰『天地與我同

根，萬物與我共命』亦可矣。當其為道之時，同也共也，而不可概之相繼以相授而善焉

者也。惟其有道，是以繼之而得善焉，道者善之所從出也。惟其有善，是以成之為性焉，

善者性之所資也。方其為善，而後道有善矣。方其為性，而後善凝於性矣。」見王夫之：

《周易外傳》，卷五，〈繫辭上傳第五章〉，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

山全書》，第 1冊，頁 1006-1007；已見前引，參前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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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如依此說，「善」在性先，則天之命之，亦緣善而別物，抑何有同一「人之

性」，而可為善、為不善乎？故船山乃於《引義》，進一層依心之發為道心、人心

者，區別其所顯用之異。其意蓋以為：依「命」而言性，性無所謂惡，而繼於此

者，亦即為善。此繼於善之心，即是道心。然如依凡所日成於「氣質」者而言其

所日受、日藏，則都於氣質之性，其與形氣之日資日長而變化，不能皆有以繼善，

於是而有人心。故船山曰： 

 
心，統性情者也。但言心而皆統性情，則人心亦統性，道心亦統情矣。人

心統性，氣質之性其都，而天命之性其原矣。原於天命，故危而不亡；都

於氣質，故危而不安。道心統性，天命之性其顯，而氣質之性其藏矣。顯

於天命，繼之者善也，惟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知之。藏於氣質，成之者性也，

舍則失之者，弗思耳矣。無思而失，達天德而始知，介然僅覺之小人，告

子、釋氏。去其幾希之庶民，所不得而見也。故曰微也。人心括於情，而情

未有非其性者，故曰人心統性。道心藏於性，性抑必有其情也，故曰道心

統情。性不可聞，而情可驗也。
43

 

 
船山此一區隔「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之說法，於其辨義中，其實即是「命」

與「性」二義之區別；與宋儒所命義不同。亦即如無始受之命，即無既生之性。

既生而日生，氣質之性隨之以日成，然始受之命，仍為其原而未嘗忘
44

，故道心雖

微而天命之性其顯。故所謂「性為生理，日生而日成」，生、成之中皆有所「繼」；

「繼」不僅在成物之先，亦在生氣之中。此「理」之所以為「生理」。 

至於所謂「日成」，則「繼之」之外，亦尚有「習」。船山曰： 

 

習與性成者，習成而性與成也。使性而無弗義，則不受不義；不受不義，

則習成而性終不成也。使性而有不義，則善與不善，性皆實有之；有善與

                                                 
43

 見王夫之：《尚書引義》，卷一，〈大禹謨一〉，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

《船山全書》，第 2冊，頁 262。 
44

 所謂「未嘗忘」，乃以「相繼」而言其持續之用。以其須有「所依之條件」，故不說為「恆

理」。 



 

316  文與哲．第十七期 

 
 

  

不善而皆性，氣稟之有，不可謂天命之無。氣者天，氣稟者稟於天也。故

言性者，戶異其說。今言習與性成，可以得所折中矣。
45

 

 

此說所言「習與性成」，亦承「性」、「命」分說之理。所謂「與習相成」，有善與

不善者，即是氣質之性，而天之始命亦未嘗忘；此孟子所以終以「人之性」為善

也。然若依此言，則等於謂天無不善之命，而人因於其氣稟而習焉，則有善、有

不善。故船山又曰： 

 
形之惡也，倏而贅疣生焉；形之善也，俄而肌膚榮焉；非必初生之有成形

也。氣之惡也，倏而疢疾生焉；氣之善也，俄而榮衛暢焉；非必初生之有

成氣也。食谿水者癭，數飲酒者齄，風犯藏者喎，瘴入裏者厲。治瘍者肉

已潰之創，理瘵者豐已羸之肌。形氣者，亦受於天者也，非人之能自有也；

而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如斯矣。然則飲食起居，見聞言動，所以斟酌飽滿

於健順五常之正者，奚不日以成性之善；而其鹵莽滅裂，以得二殊五實之

駁者，奚不日以成性之惡哉！
46

 

 
然若依此為論，天無不善，物之受命亦無不善，而形、氣之變，則有不善，則此

正、變之際，必有關鍵。船山說之為「幾」。其言曰： 

 

有在人之幾，有在天之幾。成之者性，天之幾也。初生之造，生後之積，

俱有之也。取精用物而性與成焉，人之幾也。初生所無，少壯日增也。苟

明乎此，則父母未生以前，今日是已；太極未分以前，目前是已。懸一性

於初生之頃，為一成不易之侀，揣之曰：「無善無不善」也，「有善有不

善」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也，嗚呼！豈不妄與！
47

 

                                                 
45

 見王夫之：《尚書引義》，卷三，〈太甲二〉，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

山全書》，第 2冊，頁 299。 
46

 同前註，頁 301-302。 
47

 同前註，頁 302。「天之幾」三字亦先見於《周易外傳》，船山云：「天人相紹之際，存乎

天者莫妙於繼。然則人以達天之幾，存乎人者，亦孰有要於繼乎！」（見王夫之：《周易

外傳》，卷五，〈繫辭上傳第五章〉，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

書》，第 1冊，頁 1006-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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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船山雖區分「初生之性」與「日生之性」，然「性」無分於「初生之造」、「生後

之積」，皆有所不忘，故為「致精」所繫；有非人所得與者。此為「天之幾」。至

於「人之幾」，其所以為動，則來自人之靈明
48

。其為道心者，出於陰陽健、順之

質；而為人心者，則出於陰陽攻取之幾
49

。凡「用物」之際，一念之善、惡，皆人

為之主，故有「初生所無」，而「少壯日增」者，天、人由是而判
50

，而「性」乃

與「習」俱成。故以前言「成乎其為體，斯成乎其為靈」
51

之論法言，「父母未生

                                                 
48

 船山云：「陰、陽之生，一太極之動、靜也。動者靈以生明，以晰天下而不塞；靜者保而

處重，以凝天下而不浮。」（見《周易外傳》，卷五，〈繫辭上傳第五章〉，收入王夫之撰，

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冊，頁 1004）依此，則見船山主「心之明」

原出於「氣之靈」，乃由陽道成之。 
49

 參註〈50〉所揭引文。 
50

 船山云：「人之有人心者，何也？成之者性，成於一動一靜者也。老以為橐籥，釋以為漚

合。一動一靜，則必有同、異、攻、取之機。動同動而異靜，靜同靜而異動，同斯取，

異斯攻。同、異、攻、取，而喜、怒、哀、樂生矣。同則喜，異則怒，攻則哀，取則樂。

一動一靜者，交相感者也，故喜、怒、哀、樂者，當夫感而有；亦交相息者也，當喜則

怒息，當哀則樂息矣。交相息，則可以寂矣，故喜、怒、哀、樂者，當夫寂而無。小人

惑於感，故罹其危；異端樂其寂，故怙其虛。待一動一靜以生，而其息也則無有焉。斯

其寂也，無有『自性』；而其感也，一念『緣起無生』。以此為心而將見之，剖析纖塵，

破相以觀性，至於『緣起無生』，則自謂已精矣。孰知夫其感也，所以為仁義禮智之宅，

而無可久安之宅；其寂也，無自成之性，而仁義禮智自孤存焉。則斯心也，固非性之德，

心之定體，明矣。故用則有，而不用則無也。」又曰：「若夫人之有道心也，則『繼之者

善』，繼於一陰一陽者也。動靜猶用，陰陽猶財。一陰一陽，則實有柔、剛、健、順之質。

二實，實此者。五殊，殊受其實以成質。木柔、金剛、火健、水順。柔、剛、健、順，

斯以為仁、義、禮、智者也。惻隱柔之端，羞惡剛之端，恭敬健之端，是非順之端。當

其感，用以行而體隱；當其寂，體固立而用隱。用者用其體，故用之行，體隱而實有體。

體者體可用，故體之立，用隱而實有用。顯諸仁，顯者著而仁微；藏諸用，用者著而藏

微。微雖微，而終古如斯，非瞥然乘機之有，一念緣起之無。故曰始顯繼藏，天命流行，

物與无妄也。」（見王夫之：《尚書引義》，卷一，〈大禹謨一〉，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

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2 冊，頁 264）於此說中，船山以人心出於陰陽「動

靜同、異、攻、取之機」，而道心則出於陰陽「柔、剛、健、順之質」，而二處皆引釋氏

之說以辯駁之，可見其由「天之未有體」，進而論「道心之有所繼」，由「未有」而「有」，

正是欲以對抗彼所標識、詮解之所謂「破相以觀性」之說。而此一著眼，亦正即是前論

所舉船山議題中有關「虛」、「實」之一項。 
51

 參註〈31〉所揭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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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之與「今日」，「太極未分」之與「目前」，皆應合義於此。此所以「性」、「天」

俱不可以「不易之侀」言，而「生生」為「動態」之義。 

船山「天日命、性日成」之說之第二層意義，所謂「命」與「性」之雙重變

動性，關鍵則在物變中「理」與「氣」之關連。蓋性雖為「生理」，並非「生氣」。

以人之長養與積習而言，雖陰、陽之遷運往來，隨氣之攻、取而日化，然其所為

化，仍有化成之理，其幾在天，故前謂「成之者性，天之幾也」。特此成性之「天

幾」，必依人身、心之變而命之，然後所長養與積習者，隨所變而成化。故命之者

雖由天，成之者亦在於人，「氣」依然為生氣，「理」依然為生理。 

以上所述《引義》「天日命、性日成」之說，其最要之進展，在於將《外傳》

所建構之「道器論」與「繼善成性說」中所涉及之「理」、「氣」概念，重作疏理，

並將之安置於其整體之思惟架構中。此一理論之調整，精細之處，在於將「道」

於氣化中之「主持」功能，由「積極」義轉向「消極」。此點既不同於朱子「理」、

「氣」二分而以「氣」為強、「理」為弱之說
52

，亦與明以來如王浚川（廷相，1474-1544）

等人所主張於「元氣化物」
53

者不同。 

蓋就《外傳》而言，其論「道」，雖區別「道」、「善」、「性」之三階，非「統

而言之」，然彼時船山論「道」於氣化之有所約束，仍有一「積極」義之「主持分

劑」之說。其言曰： 

 
《易》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之一之云者，蓋以言夫主持而分劑

之也。陰、陽之生，一太極之動、靜也。動者靈以生明，以晰天下而不塞；

靜者保而處重，以凝天下而不浮；則其為實，既可為道之體矣。……乃其

必有為之分劑者：陽躁以廉，往有餘而來不足；陰重以嗇，來恆疾而往恆

                                                 
52

 朱子云：「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

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見黎靖德輯：《朱子語類》，卷四，收入朱熹撰，朱傑人等

主編：《朱子全書》，第 14冊，頁 200。 
53

 浚川之論「造化」云：「元氣之中，萬有具備，以其氣本言之，有蒸有濕。蒸者能運動，

為陽為火；濕者常潤靜，為陰為水。無濕則蒸靡附，無蒸則濕不化。始則清微，鬱則妙

合而凝，神乃生焉。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氣者形之種，而形者氣之化，一虛一實，

皆氣也。神者，形氣之妙用，性之不得已者也。三者，一貫之道也。」見王廷相：〈答何

柏齋論造化十四首〉，《內臺集》，卷四，收入王廷相撰，王孝魚點校：《王廷相集》（北京：

中華書局，2009 年二刷），第 3冊，頁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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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陽易遷而奠之使居，陰喜滯而運之使化，遷於其地而抑弗能良。

故道也者，有時而任其性，有時而弼其情，有時而盡其才，有時而節其氣，

有所宜陽則登陽，有所宜陰則進陰。故……全有所任，而非剛柔之過也；

全有所廢，而非剛柔之害也；兩相為酌，而非无主以渾其和也。如是，則

皆有分劑之者。……動因道以動，靜因道以靜。……其一之一之者，即與

為體，挾與流行，而持之以不過者也。……是故於陰而道在，於陽而道在，

於陰、陽之乘時而道在，於陰、陽之定位而道在，天方命人和而无差以為

善而道在，人已承天隨器不虧以為性而道在，持之者固无在而不主之也。

一之一之而與共焉，即行其中而即為之主。道不行而陰、陽廢，陰、陽不

具而道亦亡。言道者亦要於是而已。
54

 

 
船山此言「道」以陰、陽為體，無陰、陽外之「太極」。然陽躁以廉，往有餘而來

不足；陰重以嗇，來恆疾而往恆遲。故必有為之分劑者，有時而任其性，有時而

弼其情，有時而盡其才，有時而節其氣，有所宜陽則登陽，有所宜陰則進陰；此

為「道」中所見之調節。然此種全有任、廢而非剛、柔之過害，實然為陰、陽之

主持者，雖謂出於「道」，此所指言之「道」，並非為一恆然之「理體」。易言之，

「道」之能調和分劑，挾與流行，而持之以不過，乃因陰陽之動靜而為之調和，

而非先有一「命化」之原則，以為之管束。其為「積極」之意涵，與朱子釋「理」

為「太極」
55

之義不同。而其所以能為此調和，則是因「太極」之體即是「太和」，

故能於陰陽之「任、廢」中，兩相為酌，以達至於渾和。此即「道」之所以為「化

原」之義。今《引義》進而言天無不善，物之受命亦無不善，而形、氣之變，則

有不善。若然，則「道」之於氣化，不僅無「管束」之能，並其所以為「主持」

之功能，亦將由「積極」義，轉向此所言之「消極」。 

《外傳》所建構之「道器說」與「繼善成性論」，經《引義》此一增添與改造，

                                                 
54

 見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五，〈繫辭上傳第五章〉，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

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冊，頁 1004-1005。 
55

 《語類》載或人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個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

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

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

見黎靖德輯：《朱子語類》，卷一，收入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14冊，

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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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唯已大致觸及理學最核心之哲學建構難題，且其所作出之調整，亦足以自成一

說。於此說中，「理」、「氣」之觀念，係加入於「道」、「器」之論中。就其一面而

言，「理」、「氣」於邏輯層次，雖維繫為「不離」、「不雜」，然理不先於氣；而自

另一面而言，「理」、「氣」於實然之層次，雖仍見為「氣」乃受「理」之約制；然

此「約制」，係於限定之義中說之，非「命化」義之管束。故亦不必如朱子，既謂： 

 
帝是理為主。

56

 

 
又以為： 

 

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

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
57

 

 

凡明以來學者所疑於朱子「理、氣二分」之說者，船山可謂皆有所回應。 

然如「天」不以「理」言，「太極」亦不以「理」言，「氣質之性」又已歸為

論「性」之正義，則此一種改造之系統，當係以「道」、「器」之論為主，而不應

復稱之為「理氣論」。亦正是因此，船山之說，實已於宋明以來所謂「程朱」、「陸

王」之外，另成其格局；而《引義》之所論，即可說之為乃船山繼撰寫《外傳》

後，發展其自身哲學之第二步。 

三、船山之《讀四書大全說》及其思想結構之深化 

船山於寫作《外傳》、《引義》之時，雖已建構其自身之哲學，有別於「程朱」、

「陸王」，然於其論中，「道」之所以主持乎陰、陽之分劑，其間仍應有「理」。此

「理」雖無能為積極之主宰，然陰、陽之所以於其或過、或廢之中，仍可相互為

酌，以達至於渾和，實皆因之。若然，則「天」之為體，雖日遷而不守其故，船

山於其「動體」之觀念中，實仍留存有殘餘之「靜體」概念，並非絕對之「動」。

此殘存之「靜體」概念，亦為其「天命」之說，注入重要成分。若以哲學之語言

                                                 
56

 同前註，頁 118。 
57

 同前註，卷四，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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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則可謂船山此時雖於其大體之論述中，解構「本質性」之「靜體」觀念，

卻仍於其形上學之架構中，保有若干最低程度之「目的性」（finality）理論義涵之

預設。依哲學之形態而論，其說實仍有若干處接近於朱子之系統。故船山此時辯

駁之對象，乃以姚江與二氏為主，而非刻意針對朱子。 

然未久船山續作《讀四書大全說》，論則有變。船山乃欲將其道器論中前此所

有之「道主持乎陰、陽之分劑」之說，作一調整，將「主持分劑」之論，由「道」

之層次，移以論「理」。其說云： 

 
程子創說個氣質之性，殊覺崚嶒。先儒於此，不僅力說與人知，或亦待人

之自喻。乃緣此而初學不悟，遂疑人有兩性在，今不得已而為顯之。所謂

「氣質之性」者，猶言氣質中之性也。質是人之形質，範圍著者生理在內；

形質之內，則氣充之。而盈天地間，人身以內人身以外，無非氣者，故亦

無非理者。理，行乎氣之中，而與氣為主持分劑者也。故質以函氣，而氣

以函理。質以函氣，故一人有一人之生；氣以函理，一人有一人之性也。

若當其未函時，則且是天地之理氣，蓋未有人者是也。未有人，非混沌之謂。

只如趙甲以甲子生，當癸亥歲未有趙甲，則趙甲一分理氣，便屬之天。乃其既有質以居

氣，而氣必有理，自人言之，則一人之生，一人之性；而其為天之流行者，

初不以人故阻隔，而非復天之有。是氣質中之性，依然一本然之性也。
58

 

 
船山此所謂「氣質之性者，猶言氣質中之性也」，依其前言，亦即以「性」為「生

理」之說，故云「質以函氣，故一人有一人之生；氣以函理，一人有一人之性」。

至於所謂「理行乎氣之中，而與氣為主持分劑」，則是接「人身以內人身以外，無

非氣者，故亦無非理」為論，不專就「既形」以後說；仍在「氣以函理」一義之

內，與論「道」之整體而言乎「主持分劑」者不同。 

然如依此論，理之為主持分劑，乃與氣同行，非離氣而言，則理即氣之理，

陰、陽兩相為酌者，亦並無一於陰陽之上，統合為一而為氣變之主者，以渾其和。

若然，則所謂「氣質之性」中所見之善與不善，又何自出乎？於是船山乃繼《引

義》之言「飲食起居，見聞言動，所以斟酌飽滿於健順五常之正者，奚不日以成

                                                 
58

 見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七，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

書》，第 6冊，頁 857-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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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善；而其鹵莽滅裂，以得二殊五實之駁者，奚不日以成性之惡哉」之說後，

更進而有「惡氣」、「惡理」之論。其言曰： 

 
理即是氣之理，氣當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先而氣不後。理善則氣無不善；

氣之不善，理之未善也。如牛犬類。人之性只是理之善，是以氣之善；天之

道惟其氣之善，是以理之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氣也，唯

其善，是以可儀也。所以〈乾〉之六陽，〈坤〉之六陰，皆備元、亨、利、

貞之四德。和氣為元，通氣為亨，化氣為利，成氣為貞，在天之氣無不善。

天以二氣成五行，人以二殊成五性。溫氣為仁，肅氣為義，昌氣為禮，晶

氣為智，人之氣亦無不善矣。理只是以象二儀之妙，氣方是二儀之實。健

者，氣之健也；順者，氣之順也。天人之蘊，一氣而已。從乎氣之善而謂

之理，氣外更無虛託孤立之理也。乃既以氣而有所生，而專氣不能致功，

固必因乎陰之變、陽之合矣。有變有合，而不能皆善。其善者則人也；其

不善者則犬牛也，又推而有不能自為桮棬之杞柳，可使過顙在山之水也。

天行於不容已，故不能有擇必善而無禽獸之與草木，杞柳等。然非陰、陽之

過，而變合之差。是在天之氣，其本無不善明矣。天不能無生，生則必因

於變合，變合而不善者或成。其在人也，性不能無動，動則必效於情才，

情才而無必善之勢矣。在天為陰、陽者，在人為仁義，皆二氣之實也。在

天之氣以變合生，在人之氣於情才用，皆二氣之動也。此「動」字不對「靜」

字言。動、靜皆動也。由動之靜，亦動也。
59

 

 
依此說，天以二氣成五行，人以二殊成五性，皆無不善，以〈乾〉之六陽，〈坤〉

之六陰，皆備元、亨、利、貞之四德，故有此善；其有不善者，如牛犬，則以專

氣不能致功，必因乎陰、陽之變合而後有生，故不能皆善。所謂「不善」，非陰、

陽之過，而變合之差。此乃氣之體、性如此，天亦無如之何。 

船山此處立說，一面求能將「道體」層次之「主持」義取消，而於另一面，

則期待其辨義，能顧全「氣化」整體之終極和諧，故其所選擇之論述策略，在於

突出「德」字之觀念。此一思惟之建構，為其日後思想，鋪陳發展之脈絡。亦即：

「化」之所以於「二氣以成五行」之階段，無何不善，必至於變合之際，乃始不

                                                 
59

 同前註，卷十，頁 1052-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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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無變合之差，其因在於元、亨、利、貞乃所以敦化，「乾」主知而「坤」主能，

故陽變陰合者，雖無「必善」之目的，亦無「惡」之理由；其由陰變而合陽，則

陽受陰重嗇所變而靡，其變合不能以皆善
60

。故船山云： 

 
以在天之氣思之：春氣溫和，只是仁；夏氣昌明，只是禮；秋氣嚴肅，只

是義；冬氣清冽，只是智。木德生生，只是仁；火德光輝，只是禮；金德

勁利，只是義；水德淵渟，只是智。及其有變合也，冬變而春，則乍呴然

而喜；凡此四情，皆可以其時風日雲物思之。春合于夏，則相因泰然而樂；夏合

於秋，則疾激烈而怒；秋變而冬，則益淒切而哀。如云「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哀氣之動也。水合於木，則津潤而喜；新雨後見之。木合於火，則自遂而樂；

火薪相得欲燃時見之。火變金，則相激而怒；金在冶不受變，火必變之，如此。

金變水，則相離而哀。此差難見。金水不相就，雖合而離。    

以在人之氣言之：陽本剛也，健德也；與陰合而靡，為陰所變，則相隨而

以喜以樂，男之感女、義之合利時如此。非剛質矣。陰本柔也，順德也；受陽

之變，必有吝情，雖與陽合，而相迎之頃必怒，已易其故必哀，女制於男，

小人屈於君子，必然。非柔體矣。惟於其喜樂以仁禮為則，則雖喜樂而不淫；

於其怒哀以義智相裁，則雖怒哀而不傷。故知陰陽之撰，唯仁義禮智之德

而為性；變合之幾，成喜怒哀樂之發而為情。性一於善，而情可以為善，

可以為不善也。
61

 

 

又曰： 

 

先儒言有氣稟之性。性凝於人，可以氣稟言；命行於天，不可以氣稟言也。

如稻之在畝，忽然被風所射，便不成實，豈禾之氣稟有以致之乎？氣有相

召之機，氣實召實，氣虛召虛；稟有相受之量，稟大受大，稟小受小。此

如稻之或早、或遲，得粟或多、或少，與疾原不相為類。風不時而粟虛於

                                                 
60

 船山云：「質能為氣之累，故氣雖得其理，而不能使之善。氣不能為質之害，故氣雖不得

其理，而不能使之不善。又或不然，而謂氣亦受於生初，以有一定之清剛、濁弱，則是

人有陳陳久積之氣藏於身內，而氣豈有形而不能聚散之一物哉！故知過在質而不在氣

也。」（同前註，卷七，頁 860）「靡」字見下揭引文；「重」、「嗇」二字參註〈54〉。 
61

 同前註，卷十，頁 1068-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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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氣不淑而病中於身，此天之所被，人莫之致而自至，故謂之命，其於

氣稟何與哉！謂有生之初，便栽定伯牛必有此疾，必有此不可起之疾，唯

相命之說為然，要歸於妄而已矣。 

聖人說命，皆就在天之氣化無心而及物者言之。天無一日而息其命，人無

一日而不承命於天，故曰「凝命」，曰「受命」。若在有生之初，則亦知

識未開，人事未起，誰為凝之，而又何大德之必受哉？
62

 

 
夫後段引文中所謂「氣有相召之機」，即是陰、陽所以得於其所變、合引生「他者」

之「續動」之因；陰、陽之為動、靜，蓋有此「互為主動」之形勢，非僅一端。「險

阻」以是而生。故依「理」、「氣」、「性」三者而論，天氣出於本然，天之氣原無

不善，人固得此「誠然」者之無不善，而為仁、義、禮、智之性；且可即以此善

性，證天理之善，從而定位「人之氣」為「善」
63

。然氣之流衍，陽受陰累，不能

以皆善，故變合之際之參差，使氣不齊；而此同時，則是展現「理」之未能盡善。

犬牛以其氣之不善，而有不善之性。 

船山此一論義，極要之一點，在於將理學家傳統「陽變陰合」之統論，如周

濂溪（敦頤，字茂叔，1017-1073）之所云
64

，另分別出有「陰變陽合」之一局。其

                                                 
62

 同前註，卷五，頁 676-677。 
63

 船山云：「凡言理者，必有非理者為之對待，而後理之名以立。猶言道者，必有非道者為

之對待，而後道之名以定。道，路也。大地不盡皆路，其可行者則為路。是動而固有其

正之謂也，既有當然而抑有所以然之謂也。是唯氣之已化，為剛為柔，為中為正，為仁

為義，則謂之理而別於非理。」（同前註，卷十，頁 1110）文中所謂「動而固有其正」，

即是謂人得此「誠然」者之正，而為仁、義、禮、智之善，既有當然而抑有所以然。船

山又云：「純然一氣，無有不善，則理亦一也，且不得謂之善，而但可謂之誠。有變合則

有善，善者即理。有變合則有不善，不善者謂之非理。謂之非理者，亦是理上反照出底，

則亦何莫非理哉！」（同上，頁 1055）則見所謂「不善」，僅是「善之欠缺，或不足」，

而非有本質之惡；而此不善，若溯其原，則出於氣化之不齊。 
64

 濂溪云：「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

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

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

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見周敦頤：〈太極圖說〉，收入〔宋〕周敦頤撰，陳克明點校：《周

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三刷），卷一，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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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之法，乃將「形」、「氣」之出入，區為兩種：一種「由未形而變」，主於「氣

化」，此時以「陽動」為召，其「合」者為陰；而另一種，「由已形而變」，則主於

「形化」，此時則是依「陰動」為召，其「合」者為陽。而陰、陽之所以有此互動

之「易位」，則是因〈乾〉、〈坤〉之六陽、六陰，皆備元、亨、利、貞之四德，故

其交相為用，有此替局。 

依此而說，則所謂變合之有善、不善，關鍵應在於氣化「繼之」之過程。亦

即是：氣化與形化，乃陰、陽隨時、位之移異，互以其元、亨、利、貞之四德交

相為用所引致。其變合之善與不善，皆有其「在天之幾」，為轉圜之樞紐；必「繼

之」之久，然後氣之健、順，乃區為各種「相續為變」之形態，而有「善之氣」

與「不善之氣」之分別。 

船山此一「專氣不能致功」之說法，若持與前說相較，其寫作《外傳》雖亦

主〈乾〉、〈坤〉之「並建」，然於當時之論中，「道」之由「繼之」而「成之」，仍

是於「氣化」過程之中，有整體自然之調節，故「德」之由「大」而及「小」，所

成之「性」，可以因「專」而「致精」。而此時之論，則明顯已將《外傳》中概括

性之「整體節調」說推倒，從而有「專氣不能致功」之論。此為其異。 

船山此一改變，直接牽動之立論依據，即是其對於宇宙氣化起源之觀點。蓋

依其前說，《外傳》雖將氣化之顯用，區分「道」、「善」、「性」之三階，然「道體」

之自身，仍具有「主持分劑」之能；如前所述。此一獨立自有之能，若落實於「德」

之由「大」而及「小」，即是「小者」之所以能「專而致精」之故。今若欲將「道

主持乎陰陽之分劑」之說，作一調整，將「主持分劑」之功能，由論「道」，移以

論「理」，且謂「理」之為主持分劑，乃與「氣」同行，則「道體」之整體性與自

立性，於其內涵，亦須作出相應之更易。船山以是而提出「未化之氣」之說，以

與「已化」相對。船山云： 

 

程子統心、性、天於一理，於以破異端妄以在人之幾為心性而以「未始有」

為天者，則正矣。若其精思而實得之，極深研幾而顯示之，則橫渠之說尤

為著明。蓋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氣上說，若無氣處則俱無也。 

張子云：「繇氣化，有道之名。」而朱子釋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氣

之化也。」《周易》「陰」「陽」二字是說氣，著兩「一」字，方是說化。

故朱子曰：「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繇氣之化，

則有道之名，然則其云「繇太虛，有天之名」者，即以氣之不倚於化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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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氣不倚於化，元只氣，故天即以氣言，道即以天之化言，固不得謂離

乎氣而有天也。 

大《易》六十四卦，百九十二陰，百九十二陽，實則六陰六陽之推移，乘

乎三十有二之化而已矣。六陰六陽者，氣之實也。唯氣乃有象，有象則有

數，於是乎生吉凶而定大業。使其非氣，則《易》所謂上進、下行、剛來、

柔往者，果何物耶？ 

理雖無所不有，而當其為此理，則固為此理，有一定之侀，不能推移而上

下往來也。程子言「天，理也」，既以理言天，則是亦以天為理矣。以天

為理，而天固非離乎氣而得名者也，則理即氣之理，而後天為理之義始成。

浸其不然，而舍氣言理，則不得以天為理矣。何也？天者，固積氣者也。 

乃以理言天，亦推理之本而言之，故曰「天者理之所自出」。凡理皆天，

固信然矣。而曰「天一理也」，則語猶有病。 

凡言理者，必有非理者為之對待，而後理之名以立。猶言道者必有非道者

為之對待，而後道之名以定。道，路也。大地不盡皆路，其可行者則為路。是動而

固有其正之謂也，既有當然而抑有所以然之謂也。是唯氣之已化，為剛為

柔，為中為正，為仁為義，則謂之理而別於非理。若夫天之為天，雖未嘗

有俄頃之間、微塵之地、蜎孑之物或息其化，而化之者天也，非天即化也。

化者，天之化也；而所化之實，則天也。天為化之所自出，唯化現理，而

抑必有所以為化者，非虛挾一理以居也。 

所以為化者，剛柔、健順、中正、仁義，賅而存焉，靜而未嘗動焉。賅存，

則萬理統於一理，一理含夫萬理，相統相含，而經緯錯綜之所以然者不顯；

靜而未嘗動，則性情功效未起，而必繇此、不可繇彼之當然者無跡。 

若是者，固不可以理名矣。無有不正，不於動而見正，為事物之所自立，

而未著於當然；故可云「天者理之自出」，而不可云「天一理也」。 

太極最初一○，渾淪齊一，固不得名之為理。殆其繼之者善，為二儀，為

四象，為八卦，同異彰而條理現，而後理之名以起焉。氣之化而人生焉，

人生而性成焉。繇氣化而後理之實著，則道之名亦因以立。是理唯可以言

性，而不可加諸天也，審矣。 

就氣化之流行於天壤，各有其當然者，曰道。就氣化之成於人身，實有其

當然者，則曰性。性與道，本於天者合，合之以理也；其既有內外之別者

分，分則各成其理也。故以氣之理即於化而為化之理者，正之以性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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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即以氣為性，此君子之所反求而自得者也。所以張子云「合虛與氣，

有性之名」，虛者理之所涵，氣者理之所凝也。 

若夫天，則〈中庸〉固曰「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合內外，包五德，

渾然陰陽之實撰，固不自其一陰一陽、一之一之之化言矣。誠則能化，化

理而誠天。天固為理之自出，不可正名之為理矣，故〈中庸〉之言誠也曰

一，合同以啟變化，而無條理之可循矣。是程子之竟言「天一理也」，且

令學者不審而成陵節之病，自不如張子之義精矣。
65

 

 
船山此段論述，謂「太極最初一○，渾淪齊一，固不得名之為理。殆其繼之者善，

為二儀，為四象，為八卦，同異彰而條理現，而後理之名以起焉。氣之化而人生

焉，人生而性成焉。繇氣化而後理之實著，則道之名亦因以立。是理唯可以言性，

而不可加諸天也，審矣」，主張氣有「絪縕未化」之時，明顯與《外傳》所述： 

 
太極之在兩間，无初无終而不可間也，无彼无此而不可破也，自大至細而

象皆其象，自一至萬而數皆其數；故空不流而實不窒，靈不私而頑不遺，

亦靜不先而動不後矣。夫惟從无至有者，先靜後動而靜非其靜；從有益有，

則无有先後而動要以先。若夫以數測者，人繇既有以後測之而見者也。象

可以測數，數亦可以測象。象視其已然，靜之屬；數乘其自有，動之屬；

故數亦可以測象焉。要此太極者，混淪皆備，不可析也，不可聚也。以其

成天下之聚，不可析也；以其入天下之析，不可聚也。雖然，人之所以為

功於道者，則斷因其已然，而益測之以盡其无窮；而神而明之，分而劑之，

裒而益之，則惟聖人為能顯而神之。
66

 

 

云云之說，有所差異。蓋依《外傳》所言「无初无終而不可間」，「无有先後而動

要以先」之說，以衡之當時所表「乾、坤並建」之義，則雖云「並建」，其所以為

陰、陽之德，實非兩停，「乾元之知」，仍為「生化」之主。此所以《外傳》之論，

                                                 
65

 見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十，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

書》，第 6冊，頁 1109-1111。 
66

 見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五，〈繫辭上傳第九章〉，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

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冊，頁 1016-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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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主「道體」自身，具有「主持分劑」之能。而《大全說》此處所云，則不然。

其論乃轉據橫渠《正蒙》所言：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

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67

 

 

之說，主張「氣不倚於化，元只氣，故天即以氣言，道即以天之化言」，以氣之未

化、未形者，即是「太極最初一○」；並進而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者理

之所涵，氣者理之所凝」。   

此處當亟辨者，於在其所謂「絪縕」之義。蓋橫渠之論此云：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

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

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

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

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68

 

 
又云：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

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

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通〕聚(散)〔結〕，為風雨，

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69

 

 
又云： 

 
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 

                                                 
67

 見張載：《正蒙‧太和》，收入〔宋〕張載撰，章錫琛點校：《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

2006 年三刷），頁 7。 
68

 同前註。 
69

 同前註，頁 8。點校者云：「『通』字『結』字依《周易繫辭精義》……引《易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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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

是皆不得已而然也。
70 

 
又云：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

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
71

 

 

橫渠此說，就大體而言，實近於《莊》書「聚則成體，散則成始」
72

之說。特於老、

莊，所謂「始」，乃去「有」而言「無」；橫渠則實之以能為「聚散、出入、形不

形」之體，以之為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故為不同。若然，則以「本

體」與「客形」分，客形出入而此所謂「本體」常在，雖無始而有始，雖有始而

無始；此朱子所以謂橫渠之說乃一「大輪迴」。
73 

今船山取橫渠之說而稍易之，將橫渠所云「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

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一句中「是生」二字所以

作為區隔之義去除，直接以「絪縕之未化」，即是「太極最初一○」。若然，則此

所謂「渾淪齊一」之為「化」之所本，依其所釋，必應是所謂「乾、坤並建」之

渾淪，而非僅以「性」、「氣」合和為說。故船山之以氣本然之「知」、「能」，摩盪

而生化，在其說中，不唯絕不認有一涵合陰、陽之殊性而共為之「理體」，以為之

                                                 
70

 同前註，頁 7。 
71

 同前註，頁 8。 
72

 《莊子》外篇〈達生〉云：「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

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見〔晉〕郭象（字子玄）注：《南華真經注》，收入

嚴靈峯（1903-1999）輯：《無求備齋莊子集成初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 年〕，第

1冊，景北宋、南宋合璧本，卷七，頁 1b，總頁 356。 
73

 《語類》載或人問《正蒙》說「道體」處。朱子曰：「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

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個大輪迴。蓋其思慮考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

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

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

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

《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概可見矣。」見黎靖德輯：《朱子

語類》，卷九十九，收入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17 冊，頁 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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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分劑；依其所述義，此所謂「渾淪齊一」之太極，亦非離於陰、陽，或先於

陰、陽而論之一境。凡其論中所以必強調「理行乎氣之中，而與氣為主持分劑」，

即是因此。凡以下所謂「質以函氣，而氣以函理。質以函氣，故一人有一人之生；

氣以函理，一人有一人之性也」，皆是由此推衍而得。 

今倘沿此而續論，氣之初始，既乃「渾淪齊一」，而無必善之條理，凡「理」

之現，皆係與氣為主持分劑，則人以二殊而成五性，其溫氣為仁，肅氣為義，昌

氣為禮，晶氣為智
74

，其氣則本無不善，然因有變合，故亦有所不善。船山曰： 

 
若夫人之實有其理以調劑夫氣而效其陰、陽之正者，則固有仁義禮智之德

存於中，而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所從出，此則氣之實體，秉理

以居，以流行於情而利導之於正者也。若夫天之以有則者位置夫有物，使

氣之變不失正，合不失序，如耳聽目視，一時合用而自不紊。以顯陰、陽固有之

撰者，此則氣之良能，以範圍其才於不過者也。理以紀乎善者也，氣則有

其善者也，氣是善體情以應夫善者也，才則成乎善者也。故合形而上、形而

下而無不善。乃應夫善，則固無適音「的」應也；成乎善，則有待於成也。

無適應，則不必於善；湍水之喻。有待於成，則非固然其成；杞柳之喻是故不

可竟予情才以無有不善之名。若夫有其善，固無其不善，所有者善，則即

此為善，氣所以與兩間相彌綸，人道相終始，唯此為誠，唯此為不貳，而

何杞柳、湍水之能喻哉！故曰「誠者天之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而已；二氣。「誠之者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已。仁生氣，義

成氣。又安得尊性以為善，而謂氣之有不善哉！ 

 
又曰： 

 
人有其氣，斯有其性；犬牛既有其氣，亦有其性。人之凝氣也善，故其成

性也善；犬牛之凝氣也不善，故其成性也不善。氣充滿於天地之間，即仁

義充滿於天地之間；充滿待用，而為變為合，因於造物之無心，故犬牛之

                                                 
74

 船山於前引之說中舉出溫氣、肅氣、昌氣、晶氣，謂乃人之仁、義、禮、智之性之來源，

其所云溫、肅、昌、晶，皆屬氣之作用形態，而非即是所謂「天德」；顯與朱子〈仁說〉

所主張「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之論旨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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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善，無傷於天道之誠。在犬牛則不善，在造化之有犬牛則非不善。氣

充滿於有生之後，則健順充滿於形色之中，而變合無恆，以流乎情而效乎

才者亦無恆也，故情之可以為不善，才之有善有不善，無傷於人道之善。
75 

 

依是而言，理之於天氣，其為主持者，即所以成其「生生之德」而無息，乃謹於

「敦化」，而非密於「川流」，故雖紀於氣而為善，然應乎善者「無適音『的』應」；

必待於人之實有其體，稟其五性，然後其氣質中之性，乃得以調劑夫氣而效其陰、

陽之正，於是道心從之而出。至於變合而為情之萬端，則如氣化流行之不能以俱

善而無偏失，人心之危也；亦必賴「誠之者」利導之於正。 

船山此一區別「理之在天」與「理之在人」之界分，雖皆合於「氣」而言，

然在天之德，「氣」為之主，德乃氣之德，有乾、坤，無主宰，理之為「有則」，

但為「妙」不為「實」；在人之德，則「心」為之主，德乃心之德，志至焉氣次焉，

確然有「立之」之道，乃合「性」而觀。一就「大德之敦化」言，一就「小德之

川流」言，二者不同。「理」字於理論中之「一致性」地位，與其立論功能，進一

步遭受限縮。 

亦即依據於此，船山透過分析《四書》中所涉及於「性」、「命」、「情」、「才」

之語意使用，以及《讀四書大全說》之寫作，開始展現其逐步脫離宋明理學形態

之思惟特質；此為其建構自身哲學之第三階段。 

自此而後，導引船山思想進展之議題，依邏輯而言，勢將分就兩條脈絡而為

延續：一則對於「〈乾〉、〈坤〉之六陽、六陰，既皆備元、亨、利、貞之四德，何

以其變合之際未能皆以成善，而無變合之差？」之問題，必須有更具說服力之解

答；另一則是「性」依於氣質，為氣質中之性，則人之於氣質變合已有不善之情

者，其氣質中之性，是否亦與「習」相成而有不盡然為善者？否則人之氣無不善

而情有不善，不善者之於性，不過如雲之翳日，須臾即散，又何俟於德之養成乎？

此一事關「心」、「性」、「情」三者分、合之問題，亦應解決。 

 

 

                                                 
75

 見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十，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

書》，第 6冊，頁 1053-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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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船山《讀四書大全說》以「德」字區分天、人之論及其於

認識論方面之進展 

船山寫作《讀四書大全說》期間，除沿續其自撰作《周易外傳》與《尚書引

義》以來即已思考之問題外，另有一引起其關注之焦點，即是於「認識論」之設

論基礎上，進一步檢視程朱、陸王爭議之所在。 

程朱、陸王於「認識論」方面之立論爭議，本為陽明學盛行後，學者所無可

迴避；且因其涉及《大學》一篇之疏解，故更有擴及於經學之效應。特就船山而

言，由於彼對於此一對峙所引發之認識論議題，有其自持之理解，與所選擇之辨

析要點，與當時無論主張王學，或反對王學之人，皆有差異，故對於此一議題性

質之哲學認知，亦與時人有所不同
76

。 

今姑置船山之說勿論，先就朱子學與陽明學爭議之異同關鍵，為背景之說明： 

若就朱子一方論之，凡朱子所辨於「物」之見解，其選擇之立場，與初步之

基礎，大體皆係依循儒家早期依據「物論」而設立之所謂「性」、「命」觀立說，

亦即：天有誠然之命，而物則有稟賦而得之實然之性。物得誠然之命而為性，依

理而言，氣之相感而動，其條理所依憑之「則」，皆應有所預涵。特就「氣」之持

續而為衍化言，則有因動而生之勢，為理所不能制，氣以是而亦見有「生化」之

能；一切動能，皆在氣而非理，「理」僅可說為「淨潔空闊」之靜體
77

。因之，就

概念之設立而言，「氣」與「理」乃不得不分。至於心之所以得格物而窮理，則係

由於人聚氣化之所鍾秀，而有昭靈不昧之知。此「能知」之體，因自身心習之滌

淨而逐漸開發，最終則能展現極致之智慧。故所謂「心」與「理」，依理論而言，

                                                 
76

 有關王學流衍中因於「四有」、「四無」之爭所引發之分裂，以及其所關涉於認識論之思

想史脈絡，參詳拙作〈王陽明哲學之根本性質及其教法流衍中所存在之歧異性〉（收入戴

景賢撰：《明清學術思想史論集》）。 
77

 《語類》載或人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朱子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他合下是先有

理，後有氣邪？後有理先有氣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

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卻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

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

種了，白地生出一個物事，這個都是氣。若理，則只是個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跡，他

卻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氣，則理便在其中。」見黎靖德輯：《朱子

語類》，卷一，收入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14冊，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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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有「貫通為一」之境。此為朱子之說。 

朱子此一立場，若持與先秦儒家中之荀子相較，則見以「物」為「所知」，「心」

為「以知」，其意相近。唯荀子之謂「知」，但求能即一物而得其一知，凡兩物之

知，皆僅能「兼」，而無所謂「通」
78

。至於其所謂「制割大理」，則係出於一種「效

益」思惟之識斷；其性質屬於以「人」為本位之「價值判斷」之智慧運用，與所

謂「知識之知」或「貫通之知」，皆有所區隔
79

。因之荀子所指為「以知」之「知」

體，亦僅能為人有限之理性；荀子之云「化性」，亦並未改變人因氣質之未醇所造

成之先天限制。此其所以終因主張「起偽」，而不免將「性」亦說為「不善」之故
80

。 

對比於此，朱子因於老子所主張「道體」之遍在性，與釋氏所主張「智體」

之無限性，遂亦認為人心之靈明，雖既生而後有，受限於氣質，亦具有某種內在

之圓滿性，可以為人達成「終極之知」之條件。朱子之有取於程、張「氣質」之

說，將「性」區判為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
81

，以本然之性之實踐，足以完成《中庸》

                                                 
78

 荀子云：「人何以知道？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

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

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

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見

荀況：〈解蔽〉，荀況撰，王先謙（字益吾，號葵園，1842-1917）集解，沈嘯寰、王星賢

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三刷），卷十五，頁 395-396。 
79

 荀子云：「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

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

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同前註，頁 397）又曰：「精於道者也，〔非〕精於物

者也（按，俞曲園〔樾，字蔭甫，1821-1907〕云：「精於道」上，疑當有「非」字；是）。

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

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同上，頁 399-400）。 
80

 荀子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況：〈性惡〉，同前註，卷十七，頁 434）又曰：

「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同上，頁 438）此其「性惡」

之論。而其所謂「偽」，則有定義，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

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

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荀卿：〈正名〉，同上，

卷十六，頁 412），即是其說。 
81

 《語類》載亞夫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朱子云：「此起於張、程。某以為極有功

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見黎靖德輯：《朱子語類》，卷四，收入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

《朱子全書》，第 14冊，頁 199）而朱子釋明道語，則云：「『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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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天、人於「誠」之需求，即是一與荀子明顯差異之所在。 

其次，論及朱子與玄學時期王輔嗣（弼，226-249）說之相異。此一分辨，要

點則在於：輔嗣取老子「道法自然」之言，以合之於儒家「性」、「命」之說，故

於「玄覽」之義，乃以「得性」為其最終之目標；所謂「法方得方，法圓得圓」
82

。

而於「道」之成功，輔嗣之主張，則不出其所謂「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之原則
83

。

於其說法中，滌除邪飾，至於極覽，關鍵僅在於「不以物介其明、疵其神」
84

。而

其所謂「極覽」，由於乃是觀「物」之終始而得其玄同
85

，依性質言，乃依「智」

而解悟，並非以「不知」知
86

，故其所以致能，仍未出於人「有限之性」之所有。

                                                                                                                             
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

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朱熹：〈答

嚴時亨〉，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一，收入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

書》，第 23冊，頁 2961）又曰：「靜者固其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卻氣質了。但『生』

字以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才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

者。」（見黎靖德輯：《朱子語類》，卷九十五，收入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

第 17 冊，頁 3197）又曰：「程先生說性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人具此形體，便是氣

質之性。『才說性』，此『性』字是雜氣質與本來性說。『便已不是性』，這『性』字卻是

本然性。」（同上）并是其說。 
82

 輔嗣注《老子》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句云：「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

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見王弼：《老子道德經注》，收入〔魏〕王

弼撰，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上篇〉，頁 65。 
83

 輔嗣注《老子》第十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句，

於「生之」云：「不塞其原也。」於「畜之」云：「不禁其性也」。於「生而不有，為而不

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則云：「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

濟，何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而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

其主，出於幽冥。」（同前註，頁 23-24）。 
84

 輔嗣注《老子》第十章「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句云：「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

至於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其神乎？則終與玄同也。」（同前註，頁 23）。 
85

 輔嗣注今本《老子》第一章「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二句云：「萬物

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可以觀其始物之妙」，又曰：「凡有之為

利，必以無為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徼也。」（同前註，

頁 1-2）。 
86

 以「不知」知，其所本，若依釋氏之論，即是所謂「般若之無」（〔後秦〕僧肇：〈般若無

知論〉，見〔明〕憨山德清（1546-1623）注：《肇論略註》〔高雄淨宗學會，1997 年〕，

卷三，頁 20a）。其為智，乃絕乎有、無，泯諸生、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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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非所謂「自統而尋之」、「由本以觀之」
87

者，則但歸之「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

幽冥」而已
88

；捨此無所謂「知」。至於人之所以終得以「自濟」，則是出於「道」

之整體性所使然，屬於「道」之自然；而非因人「智體」之無限所效。凡它「物」

之所以得庇蔭
89

，亦然。故總歸而言，人雖首出於萬物，而為其靈，仍是處於「有

限存有者」之位置，並未超絕於一般之物。 

輔嗣之說，以哲學之建構論，其說雖主「物無妄然，必由其理」，以「理」為

物化之「宗」、「元」
90

，然其於「認知於理」之歷程，則並未宣言凡人所可運作之

認知理性，或直覺，必得以於一特定之境中，「豁然而貫通」，並由此確然達知一

切事物之表、裡、精、粗，無所不到；如朱子所言。其辨義之於「形上」義，設

立所謂「至道」，亦唯「推知」而已矣
91

。此點亦排除「心體」之圓滿性。故輔嗣

之論，雖乃提昇「理」字之地位，以其所涵蓋之整體，作為最高層級之「存有原

理」（principles of being）；其確切之內容，則仍與朱子之說有所不同。 

雖則如此，輔嗣將《易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內蘊，加入於《老子》之

說，而以「理」字作為物化之「宗」、「元」，終已是朱子以「理」字詮釋「太極」

之權輿
92

。「理學」之與「玄學」相關連，因於輔嗣之影響，而有此一種重要之聯

                                                 
87

 輔嗣云：「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眾而不惑。故六爻

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

爻，莫之備矣！故自統而尋之，物雖眾，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

知可以一名舉也。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

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

異容，中之為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變，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為盛矣。」見王

弼：《周易略例‧明彖》，收入王弼撰，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頁 591。 
88

 前註〈83〉引輔嗣註有「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而何？凡言玄德，皆有

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之語。 
89

 輔嗣注《老子》第五十一章「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

之」句云：「〔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實）〔質〕，各得其庇蔭，不傷其體矣。」見王

弼：《老子道德經注》，收入王弼撰，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下篇〉，頁 137。 
90

 「宗」、「元」二字，參註〈87〉。 
91

 參註〈87〉。 
92

 關於玄學思想中輔嗣、子玄（郭象）用「理」字之條例，及其與宋代理學觀念之比較，

錢師賓四曾有說，論詳所撰〈王弼郭象注易老莊用理字條錄〉（見錢穆：《莊老通辨》，收

入錢穆撰，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輯：《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7 冊，頁 457-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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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近人論中國哲學發展，務要打破儒、道各持門戶之限隔，而注意其間交涉之

脈絡，此為重要之一環。 

而就陽明一方論之：綜觀其所以與朱子判然別宗，一項重要之關鍵，即在有

關「心體」之認知。蓋就陽明言，我心之知之所以因感應而見有物，物、我皆不

為妄
93

，不僅物、我同出於天，為「本原」義上之一體，且必於成就「物」、「我」

之意識基礎上，有足以憑信之相通
94

，乃得以深究其體。故「以知」、「可知」僅限

於辨「物」、「我」之時分，若推究物、我之所以成就物、我，則能、所為一。此

一能生物、我，而不為物、我所轉之體，陽明乃即以「良知之體」說之。陽明語

錄中所謂： 

 

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
95 

 

即是闡明此意。於其說中，由於「知」與「氣」乃共為一體，人之心為其發竅之

靈明。所謂「良知」之「知」，於人心而言，已係指心之本體
96

，而非僅為心之顯

                                                 
93

 此所謂「不為妄」，乃「可以不為妄」。蓋陽明說中有「照」、「妄」之分，得其「照心」

即真。《語錄》載陽明起征思、田，緒山（錢德洪，字宏甫，1496-1574）與龍溪追送嚴

灘，龍溪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陽明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

心俱是幻。」龍溪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工夫。無心俱是實，有心

俱是幻，是工夫上說本體。」陽明然其言（見王守仁：《傳習錄》下，收入〔明〕王守仁

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上冊，卷三，頁

124）此一說中，「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二處之心，皆指「照心」；後二句「無心

俱是實，有心俱是幻」，二處之心，則指「妄心」。關於此事之記本，及龍溪、陽明對話

之義涵，參見拙作〈王陽明哲學之根本性質及其教法流衍中所存在之歧異性〉（收入戴景

賢撰：《明清學術思想史論集》）論「嚴灘請益」一節。 
94

 陽明嘗云：「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曰：『人的良

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

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

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

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

故能相通耳。』」同前註，頁 107。 
95

 同前註，頁 106。 
96

 陽明云：「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

知惻隱，此便是良知」見王守仁：《傳習錄》上，同前註，卷一，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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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故「心」與「理」本來為一，不必俟於「知見」上乃有以見其合一；無所謂

湊泊。由此而推演，其為「格物」作解，亦自必與朱子殊別，而非刻意為敵。 

至於陽明後之王學發展，由於各家對於「意動之所以或有不善，本來自人心

之受蔽，則以心識心，如何方始能超絕習氣而有真知」一問題，體悟不同，故不

能不有「證功」之辨。於是而有龍溪與緒山之異說。由此衍生，即為有關「四句

教言」之爭。此為王學分裂所引發之認識論議題
97

。與船山同時之梨州，其創為《明

儒學案》，雖有其宏觀之目的，不皆在「定一事之是非」，然其分判姚江學術流播

之宗旨異同，最要之著眼，關鍵實即在於此。 

以上所釋朱子、陽明，以及王學傳衍中之異派，大體而言，皆屬各有所據而

云然，亦能建構各自之系統，故非可單執其一枝一節之論，以為優劣；其爭議必

須由立論建構之真實基礎深入討論，始能有所釐清。而船山雖有其自身價值之選

擇，有喜好、亦有排斥，然於其思惟中，亦正是循此一爭議所涉及之問題本身，

以謀求其解決；非關乎門戶。 

究詰而論，船山之由陽明與朱子於認識論對峙所觸動之論機，實具有兩項可

析論之要點：第一項關繫如何建立「能知」之基礎，第二項關繫如何分辨「知識」

之性質。 

以第一項之所涉言，象山、白沙，乃至陽明，其所以不得不樹異於朱子，本

即是基於其所理解於「能知」之基礎，而覺與朱子所論不同；因而有關「心體」

之辨析，牽動整體「存有學」之建構，發展成各自殊異之形態。固就立論之條件

言，朱子之與象山、陽明，乃各有其哲學上足以成說之理由，可以各自樹立，不

必調和，亦無從於整體之哲學系統上真正歸一
98

；朱子之說並不即因陽明之學之流

行，而受撼動
99

。然朱子之「格物」說，對於人心「能知」之基礎究竟為何？人心

                                                 
97

 參詳拙作〈論姚江學脈中之龍溪、心齋與其影響〉（收入戴景賢撰：《明清學術思想史論

集》）。 
98

 唯就「義理」思想之層面而言，則二人之說，並非絕無可以接合之處，參見拙作〈王陽

明哲學之根本性質及其教法流衍中所存在之歧異性〉（收入戴景賢撰：《明清學術思想史

論集》）、〈論清代義理思想發展之脈絡與其形態〉（《文與哲》期刊第 14 期〔2009 年 6 月〕，

頁 265-342；收入戴景賢撰：《明清學術思想史論集》）。 
99

 雖則如此，二人之說之「形態區分」，則可以有哲學史「斷代」上之不同意義，參詳拙作

〈王陽明哲學之根本性質及其教法流衍中所存在之歧異性〉（收入戴景賢撰：《明清學術

思想史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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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體若仍處於所謂「受蔽」之時，其「知」之為精、粗、小、大，究竟屬於暫立？

抑或乃各有所依憑？其判別之準則為何？終是未有充分之說明；從而使所謂「物

格而後知至」一語之解義，中間伏藏極多未曾釐清之疑點。此類問題因陽明「直

截」之說之對比，更顯突出，亟待於解決。 

至於有關第二項之所涉及，則是明末以來，學者針對於「良知之學」盛行後

所衍生之「空疏」局面，所產生之反省；因而觸發學者對於「知識」問題之重新

思考。其中與西學曾有直接接觸，或間接聽聞其學之學者，對於「知識」問題之

理解，更有不同於傳統儒學之界定。 

關於以上二項，船山所表現之關注方式，其實主要為「哲學的」，而非「義理

的」。就此點言，船山與理學家中，承衍程朱或陸王學脈之學者，常以心性工夫之

難題，作為其抉擇思惟取向之考量基礎，可謂頗有不同。故船山之由《周易外傳》、

《尚書引義》，發展以至《讀四書大全說》，掌握「德」字之觀念，運用「大德敦

化」與「小德川流」之「天」、「人」畫分，將「理」字於理論中之「一致性」地

位與功能，藉由其它觀念予以進一步解構並取代，實為一出自哲學「系統思惟」

所產生之結果；且亦係一成功之策略。於此過程中，船山之分辨「道」、「理」、「性」、

「命」、「情」、「才」等觀念，雖多由《四書》之議題所引導，然於船山之思惟與

論述之方式中，以《易》作為框架之思惟系統，始終存在；所謂「以『德』字觀

念為運用」之效益，亦必由此，始得理解。 

船山之以「德」字區分「天」、「人」，以之作為解決理學爭議之策略，可見意

於下論。船山曰： 

 
夫聖人之所知者，豈果有如俗儒所傳「萍實」「商羊」，在情理之表者哉？

亦物之理無不明、物之情無不得之謂也，得理以達情而即情以通理之謂

也。如是而古今之遠，四海之大，倫常禮法之賾，人官物曲之繁，無不皆

備於我矣。
100

 

 
又曰： 

 

                                                 
100

 見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六，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

全書》，第 6冊，頁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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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皆備」者何也？理在心，而心盡則理盡也；情沿性，而知性則知情

也；理之不爽，情之不遠，於己取之而皆備矣。己之理盡，則可以達天下

之情；己之情推，則遂以通天下之理。故盡之以其理，推之以其情，學者

之所以格物致知也，學者之忠恕也。理盡而情即通，情不待推而理已喻，

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也，聖人之忠恕也。
101

 

 
又曰： 

 
天下之事，無不依理而起；天下之物，無不如情而生。誠有其理，故誠有

其事；誠有其情，故誠有其物。事物萬有者，乾道之變化；理情一致者，

性命之各正。此「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生物不測」，皆示人以易知

者也，天道之忠恕也。
102

 

 
又曰： 

 
故烏吾知其黑，鵠吾知其白，繭吾知其可絲，稼吾知其可粒，天道以恆而

無不忠，以充滿發見於兩間，推之無吝、如之不妄而無不恕。聖人以此貫

事物之情理，學焉而即知，識焉而不忘，非所學、非所識者，即以折衷之

而不惑；祖述、憲章，以大本生達道，而敦化者自有其川流。以要言之，

一誠而已矣。誠者天之道也，物之終始也，大明終始而無不知也。嗚呼！

過此以往，則固不可以言傳矣。
103

 

 

於此數論中，船山以「忠」、「恕」為能由己之情以達天下之情、由己之理以通天

下之理，而又分別「學者之忠恕」與「聖人之忠恕」，以為前者「待推」而後者「不

待推」。「待推」者，即「格物致知」，乃學者之事；而「不待推」者，則是「窮神

知化」，唯聖人為能。由此建構其論「物理」時一種特殊之見解。 

細析船山此說，可分兩層予以析論，其中第一層，可區別為二義：一在確認

                                                 
101

 同前註，頁 816-817。 
102

 同前註，頁 817。 
10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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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一語之意涵。蓋「萬物」一詞之於此，其所指，不唯遍及

古今之遠、四海之大，亦兼涉倫常禮法之賾與人官物曲之繁。其前半，最終指向

「歷史知識」與「自然知識」；而其後半，最終則指向「倫理、社會知識」與「政

治知識」。然無論前者、後者，皆是以指在我之所能知、須知。若非凡人之所能知、

須知，則不必知，亦無能知。故云：「聖人之所知者，豈果有如俗儒所傳『萍實』

『商羊』，在情理之表者哉？」 

而另一義，則在於確認人所以能知之條件，謂乃依據人所稟賦於己之情、理，

與此情、理之適當運用。「情」、「理」有可依據，此即「忠」之所以可由其原本之

「情感」義，轉變成為「獲得親知」之手段。至於「情」、「理」應如何予以適當

運用，而有所謂「推之」之功，則須於「恕」見之。此即「恕」之所以可由其原

本之「寬容」、「體貼」義，轉變成為「獲得推知」之手段。而二者之所得，皆在

船山所指為「情、理一致」之範圍內，而不在其外。 

至於第二層建構，亦有二義：其第一義，在於將船山所指與「情」、「理」相

關之知識，區分為經由「盡己之理以達天下之情，推己之情以通天下之理」而即

可有得之「天下範圍內之情、理知識」，與必須達至聖人之境，以「己之忠恕」合

「天道之忠恕」，然後能有所貫通之「大明終始而無不知」之「形上學知識」。前

者依據經驗，可據平常之理智推之；而後者，則必須超越經驗，藉由更上層之智

慧得之。而其第二義，則是說明「自明而誠」與「自誠而明」之所以雖異而合，

乃因「人道之忠恕」與「天道之忠恕」，乃同一本而生，故敦化者自有其川流。 

以上所述船山此一時期以「德」字之觀念，綰合「天」、「人」之認識論觀點，

若為之設名，則學者之以「己之忠恕」格「天下之情理」，可稱之為一「忠恕格物

說」
104

；而其所指稱為「聖人之學焉而即知，識焉而不忘，非所學、非所識者，即

以折衷之而不惑」者，則可稱之為乃一「自然貫通說」
105

。 

                                                 
104

 近人舉清乾隆時期戴東原之「絜情」說，謂與船山有近似之處，即指此一層言之。唯戴

氏之「絜情」說，自有其立論依據，與船山之立場有近、有不近，仍應判別。關於戴東

原認識論主張之哲學分析，參見拙作〈論戴東原章實齋認識論立場之差異及其所形塑學

術性格之不同〉（《文與哲》第 10 期〔2007年 6 月〕，頁 375-446；收入戴景賢撰：《明清

學術思想史論集》）。至於與船山之比較，則詳拙作後文〈論王船山之文明史觀及其歷史

哲學〉。 
105

 船山此說，由於有「非所學、非所識者，即以折衷之而不惑」之一層，故與朱子〈格物

補傳〉之假設與結論，皆所不同。船山於此等處，極有斟酌。 



 

論王船山性理思想之建構與其內部轉化  341 

 
 

  

船山此種依據「對象」與「認知基礎」以作為切割「知識」之方式，與其哲

學系統結構思惟中將「理」字之「一致性」地位與功能解構，而轉由其它觀念予

以取代之策略，趨向一致。而其概稱凡事之所可知、宜知者為「情理」，更顯示船

山對於表現於「人」身上之理性，有一特殊之認識論觀點，即：人之所以能知，

雖有其得自「自然之化」之認知基礎，因而具有「可驗證性」；然此一「可驗證性」，

實際亦受「人」作為「有限存有者」之地位所約限。故就人而言「窮理」，人僅能

由「事態之已然」而為人所感知者，加以理解與推論。在此論說之基礎中，實際

亦確認：「物之理」與「物之情」須有可通，「知識」方得以建立；而所謂「知識」

之意義，蓋亦由此而定義。 

船山論述中此一關連之發展，由於就其核心之觀念言，不僅欲將中國哲學自

輔嗣以來「理」字所處於「建構性哲學」（constructive philosophy）中之核心地位

轉移，亦且連帶亦將宋以來，有關「知」之理論改變，故具有極大之「替換哲學

形態」之發展意義。在此點上，船山之性理學，亦應歸屬於中國哲學自「中古形

態」轉換至「近代形態」之趨勢中一種可能之嘗試
106

；而非僅是於理學之傳統內，

另行條理出一隱藏之脈絡。
107

 

                                                 
106

 關於中國哲學自「中古形態」轉換至「近代形態」之趨勢及其關鍵，余曾有一特殊之論

法，說詳拙作〈王陽明哲學之根本性質及其教法流衍中所存在之歧異性〉（收入戴景賢撰：

《明清學術思想史論集》）。 
107

 學者或因船山之推尊橫渠，而嚴肅思考是否理學內部除程朱、陸王之外，橫渠、船山亦

為一「潛伏之脈絡」。唯此事牽涉頗廣，其間須釐清之環節極多。其關鍵要點，約有三項：

一、橫渠與濂溪之差異，橫渠與朱子之差異，是否足以帶動理學之發展，使理學之「義

理走向」，能於程朱、陸王之外，另開生面，而非僅是展現一不同於濂溪、明道、伊川，

或朱子之「哲學結構形態」？二、明代言「氣化」之學者，其所以注意及於橫渠之說，

是否與橫渠之「哲學傾向」或「義理傾向」真實相關？三、船山於「主觀」之思惟中推

尊橫渠，究竟原因何在？二人之學說，是否真具有一種「同質性」，因而可以推演出一種

理學思想發展之脈絡？本文作者之意見，基本上，乃是主張：橫渠之哲學結構，確有不

同於濂溪、明道、伊川，或朱子之處，且此項差異，具有重要之哲學意義；然橫渠之學，

並不足以帶動理學之發展，使理學之「義理走向」，能於程朱、陸王之外，另闢新徑。明

代言「氣化」之學者，其所以注意及於橫渠之說，皆有其自身所面對之哲學議題，其發

展，亦並不與橫渠之哲學傾向或義理傾向，直接相關。船山雖於「主觀」之思惟中，推

尊橫渠，二人之學說，並非真具有一種「同質性」，故亦無從由此條理出一條「以二人思

想為主軸」之理學思想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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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括而論，船山性理學之具有「開創形態」之意義，涉及多種觀點之建構，

其中與認識論相關者，可分二點說明：第一點在於「真理」觀念之改變。因無論

程朱或陸王，皆於其各自之「格物」說之基礎，與最終之證成上，主張某種方式

之「知」、「理」合一，或「心」、「理」合一。而於船山之說法中，「知」與「理」

之合一，或「心」與「理」之合一，皆屬有限意義之陳述，而非終極意義之陳述。

亦即：就「心」與「理」之合一言，其義僅在於指涉以人之「生理」（即「性」）

為基礎，所延伸而有之「情理之知」。就「知」與「理」之合一言，其義中所設定

之「同一性」，雖亦有船山所設立之「客觀真實性」之認定，然此種認定，乃出於

形上學之說明，而非將之期待於一種「直覺性之證成」
108

，故與傳統理學中之義理

取徑，亦有所不同。 

至於第二點，則是有關「智性之內容與其根源」之認知上之改變。針對於此，

船山因不主張「理」於根源具有「先在」之義，亦不主張「性」於氣質之性外，

別有未受氣質拖累之體，故亦不主張心之於「本體」義，乃一「圓滿之智體」
109

。

故凡其所指為人所可操作之智力，其所以能於學者之忠恕，或聖人之忠恕中運用，

並為人所視為有效，皆係立基於人類共同經驗於「自覺」層次中所認可之「推論」

或「直覺」。「詮釋者」之地位，與「被詮釋之現象」，於此設論中，皆被接受為具

有若干程度之真實性。對於特殊經驗、特殊信念，或特殊覺證，所提供之對於現

實「真實性」之質問，反皆抱持懷疑或存疑之態度
110

。船山之以「忠」、「恕」二字，

                                                 
108

 理學所懸為極致之證地，陽明學不論，即朱子所謂「格物」，其最終階段，亦標舉「心」

與「理」之通合為一，故說中有所謂「豁然」之一境。 
109

 船山對於「格物」之「物」加以範圍之限制，又將「格物」之法，藉「忠」、「恕」之概

念予以說明，即是不主張「智體」具有圓滿性。 
110

 船山對於道、釋二家，乃至王學中主張「直證本體」者所宣稱、或描述之覺境，例皆以

「浮明」稱之，而不欲深究其理，即是此一態度之表顯。如其《尚書引義》云：「聖人之

所以『文、思、恭、讓』而『安安』者，惟其『明』也。『明』則知有，知有則不亂，不

亂則日生，日生則應無窮。故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此之謂也。『盛德』

立，『大業』起，『被四表』，『格上下』，豈非是哉！雖然，由『文、思、恭、讓』而言之，

『明』者其所自生也。若夫『明』而或非其『明』，非其『明』而不足以生，尤不可不辨

也。『明』、『誠』，相資者也，而或至於相離。非『誠』之離『明』，而『明』之離『誠』

也。『誠』者，心之獨用也。『明』者，心依耳目之靈而生者也。夫抑奚必廢聞見而孤恃

其心乎？而要必慎於所從。立心以為體，而耳目從心，則聞見之知皆誠，理之著矣。心

不為之君，而下從乎耳目，則天下苟有其象，古今苟有其言，理不相當，道不自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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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為「知識方法」之表述，此為基本前提。  

船山此種表現於認識論之觀念轉變，所以應說為具有某種「近代形態」之意

義，就中國哲學而言，其主要之原因，在於顯示儒家發展之一種可能，即是：於

認識論之立論形態上，將「認知基礎」奠立於遵循一種依據特有之「氣化」理論

而建構之「有限義」之性論，並從而確立其「有效」之一種人文主義（humanism）

立場。對於「超越」（transcendence）義之「存有自身」（ipsum esse）議題，則抱

持不予深論之態度。唯對於船山而言，由於其「氣化」之論，並非一種確然之「物

質主義」（materialism），其「有限義之性論」，亦非結合於形上學中所謂「不可知

論」（agnosticism），故基於此義而有之認識論，仍須有屬於「宇宙構成論」方面之

理論配合。故如欲將前論中所指船山之視「天之自體」，本身即是一「動態之體」

之觀念，說明為乃屬於一種「動態主義」（dynamism）之性質，即須於此一立論之

架構中求之。 

船山此一特殊之理論架構，如欲加以澄清，有一可行之法，即是觀察其有關

「心體」與「道體」之設論。而就余之所見，船山於「心體」與「道體」之論述，

其最要之關鍵點，在於提出「心體有位」，而「道體無位」之說。 

所謂道體之「無位」，其所顯現，實即所謂「大德之敦化」；而心體之「有位」，

其所顯現，則屬「小德之川流」。蓋「有位」則有「存主」；此一「存主」，己所不

睹、不聞而恆存，與道體之「化而屢遷」者不同。 

而正因心體有位，故於人而言性，亦不能不於其所居之「位」言之。若然，

則「性」隨氣轉，性恆在氣質之中，與之俱遷，所謂「天日命，性日成」之說，

其「日命」與「日成」，雖共成一位，「命」之與「性」，二者仍應有其說義上之殊

別；此所以前論於「依『命』以言性」與「依凡所日成『氣質』者而言其所日受、

日藏之性」，二者有所區隔，從而有「道心」、「人心」之說。此「道心」、「人心」

之說，船山另有一分辨之法，即是彼於《讀四書大全說》中所提出之「心、意乃

各有體用」之論。船山云： 

 
                                                                                                                             
亦捷給以知見之利。故人之欲『誠』者不能即『誠』，而欲『明』者則輒報之以『明』也。

報以其實而『實明』生，報之以浮而『浮明』生。浮以求『明』而報以實者，未之有也。」

（見王夫之：《尚書引義》，卷一，〈堯典一〉，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

《船山全書》，第 2冊，頁 240）文中所謂「『明』者，心依耳目之靈而生者也」，即可舉

為其立說乃不離於「人類共同經驗於自覺層次所認可之推論或直覺」之一證。 



 

344  文與哲．第十七期 

 
 

  

蓋中外原無定名，固不可執一而論。自一事之發而言，則心未發，意將發，

心靜為內，意動為外。又以意之肖其心者而言，則因心發意，心先意後，

先者為體於中，後者發用於外，固也。然意不盡緣心而起，則意固自為體，

而以感通為因。故心自有心之用，意自有意之體。人所不及知而己所獨知

者，意也。心則己所不睹不聞而恆存矣。乃己之睹聞，雖所不及而心亦在。

乃既有其心，如好惡等，皆素志也。則天下皆得而見之，是與夫意之為人所不

及知者較顯也。故以此言之，則意隱而心著，故可云外。
111

 

 
於此說中，船山主張：心、意相對而言，則心先意後，先者為體於中，後者發用

於外。若心、意分別為言，則意不盡緣心而起，而以感應為因。此所謂「不盡緣

心而起」，即是前所釋「有生之後，則健、順充滿於形色之中，而變合無恆，以流

乎情而效乎才者亦無恆」之說；乃效乎才而為變合者。故相較而言，意起念於感

應，取境於變合，而心則固有焉而不待起，能受境而非取境；二者可合論，亦可

分論。 

船山此種「心」、「意」乃各有體、用之說，因係排除「理先」，或「唯心」之

論，因而就其道器論之哲學建構言，與其前之理學各家皆不同。其重要性，不僅

因「心性論」中為「人之心」設位，本有其必要；對於船山自身之哲學系統而言，

亦係引進一種特殊之「論述結構」。此一結構，即是將「本體」之變化與「作用」

之變化，區隔為二層
112

，而不將「本體」與「作用」之同位，直接視為一體。此種

論點，與宋儒所謂「顯、微無間，體、用一源」
113

之說，若深入細究，實已有重大

差異。船山日後且將此一分判之方法，延伸運用，因而產生其晚年於整體「形上

                                                 
111

 見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一，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

全書》，第 6冊，頁 417-418。 
112

 陽明曾就「性無定體」之義，判別「流行」中所見之「性」，有「性之性」，與「性之質」、

「性之情」、「性之蔽」之分，就結構論，亦係於良知道體之顯用中，分別出二重「體、

用」之義；論詳拙作〈王陽明哲學之根本性質及其教法流衍中所存在之歧異性〉（收入戴

景賢撰：《明清學術思想史論集》）。然以其論道體之流行，非依「氣化」而說，故與船山

不同。 
113

 「顯、微無間，體、用一源」本伊川語，出〈易傳序〉；見程頤撰：《周易程氏傳》，收

入〔宋〕程顥(字伯淳，1032-1085)、程頤(字正叔，1033-1107)撰，王孝魚點校：《二程

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下冊，頁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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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上之鉅大變革。請續論之於以次各節。 

五、船山對於二氏之學之擇取與其《周易內傳》中所闡述之

「乾、坤並建」之說 

船山論心、意之將「本體」之變化與「作用」之變化，說解為兩重，此一建

構方式，如以船山之嘗治「相宗之學」為判斷
114

，則其思惟之取徑，或曾受「唯識

論述」之影響。此種影響之可能，由於涉及船山取用「唯識」之說之方式，故如

欲加以辨明，首當釐清者，為二者間之差異。船山於《思問錄》云： 

 
釋氏之所謂六識者，慮也；七識者，志也；八識者，量也；前五識者，小

體之官也。嗚呼!小體，人禽共者也。慮者猶禽之所得分者也。人之所以異

于禽者，唯志而已矣。不守其志，不充其量，則人何以異于禽哉!而誣之以

名曰『染識』，率獸食人，罪奚辭乎!115 
 

船山此說以第六識為「慮」，乃取荀子說；至於以第七識為「志」，第八識為「量」，

則是船山以其所理解於儒家者，而為一種「闢佛」之說。然相宗之將第七識說為

末那識，第八識說為阿賴耶識，以區別於六識，於識、智之所從來，剖辨極為深

細，若取其說而更易之，以切己用，亦正是可以為「道心」之所從來，提供一辨

析之方式。故船山乃將人作為「意志主體」之「存主」，即所謂「志」者，歸為第

七。此點略近於稍前劉蕺山所提出「慎獨」之「獨」，而與其說有不同
116

。蓋二人

之論，皆屬欲以儒學之觀點，設立「心體」而有之說。至於「志」之所從出，依

船山之論，則是因於性動而有，其變、合之分際，必效於情、才，故必以「盡得

                                                 
114

 船山之涉佛書，究始何時？無可知。其為先開上人訂《相宗絡索》，則事在康熙辛酉

（1681），船山年六十三。同年船山亦為及門諸子說《莊子》（說詳王之春：《船山公年譜》，

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6 冊，頁 359），下距其作

《周易內傳》尚五年。 
115

 見王夫之：《思問錄‧外篇》，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

第 12冊，頁 451。 
116

 關於二人立論之異同，參見拙作〈王陽明哲學之根本性質及其教法流衍中所存在之歧異

性〉（收入戴景賢撰：《明清學術思想史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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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能者」，然後為善。此船山說之所以為特有。船山於是遂將唯識論述中所說為

「藏識」者，解為氣質中含藏一切「現量」、「比量」之能者。亦即天命之性。此

其所謂「量」。 

船山此說，去釋氏論中「淨」、「染」分立之義。於其意中，實欲以「正用」

為「心」之體、用，以「變用」為「意」之體、用，以輔佐說明其「心本無惡，

意則不能皆善」之說。此為其立論之主旨。倘明於此，二者之異同既晰，則可以

通曉於船山以儒義區判「迷」、「悟」之義。船山於《相宗絡索》一書中，釋所謂

「迷、悟二門」云： 

 
二門皆盡唯識宗旨。《規矩頌》前八句頌流轉門，後四句頌還滅門。「流

轉門」門者，如共一室，內開二門，一門為吉祥之路，一門為凶禍之塗，

唯人所趨。所趨一異，則安危懸隔。蓋生人趣中，同此阿賴耶識，悟者繇

之增涅槃菩提，迷者繇之墮五趣生死，惟自所向往之門，（泱）〔決〕於

發足時耳。流轉者，五趣生死之門也。從八識順其習氣瀑流之機，起五徧

行，不復回顧真如，一注七六二識，一注前五識，生諸心所，成隨煩惱，

謂之流。從七識違背真如，轉變其圓實之性，染八識無覆為有覆，變六識

別境令生不定，而具根本六惑，乘前五之發即與和合，變成三惑重障，謂

之轉。且流且轉，轉而復流，現行種子互相生而不已，因果相仍而不捨，

永無出離。十二因緣之業海，皆由此門而出也。《成唯識論》以流轉顯生

死因，故順其緣生之勢立三變門，從真如變賴耶為一變，從賴耶變末那為

二變，從末那變前六為三變，順序也。
117

 

 
又曰： 

 
「還滅門」還滅者，滅妄還真。非滅妄不能還真，還真則妄自滅，此所謂

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也。還者，逆八識順流之波，窮前五之妄，歸同時

之意識，即還六識妙觀，不轉前五成妄。窮六識之妄歸七識，即還七識本

無之體，不染六識具諸惑障。窮八識之染因于七識，而本自無覆，即還本

                                                 
117

 見王夫之：《相宗絡索‧二四》，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

第 13冊，頁 569-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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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不受其染，漸漸捨彼異熟，即還真如。滅者，於七識命根一刀斬斷，

絕滅無餘，六識枝蔓隨之摧折。七識滅則六識滅，六識滅則七識後念滅，

前五同時意識、八識見相二分皆滅。此門唯博地凡夫早悟唯識宗旨，不為

二乘根門所惑，及阿羅漢加行成熟，不自憍疑，發大乘心，精進不已；繇

四資糧至初地入見道位，於六識滅現行二障，於七識滅分別二執； 至二

地（八）〔入〕修道位，漸次成熟；入第七遠行地，不假觀門，六識滅盡；

至第八不動地，七識我執永滅，唯餘間起之法執；八識因之將還白淨，唯

異熟識在；至等覺位一剎那頃，微細俱生法執斷盡無餘，第八異熟即此頓

空，入佛果位；六七二識得復，無妨再用，為利他權法，照大千界，應十

地機；而第八轉成無垢，即證大圓鏡智；前五因其現量，成無漏功德，分

三類身，總還圓成實性真如本體矣。六七二識還滅最在前，自初地初心而

始，以見修二位皆於此二識施功用故，故謂『六七因中轉』，還滅之功，

在此二識也。前五及八識還滅在後，前五尤在最後，八識至八地賴耶始滅，

至等覺異熟乃空，還歸無垢。前五直至佛果，乃得圓明，初發無漏分身，

應眾生之用。蓋其還滅之功在六七二識，在八識尚有一分無功之功，在前

五并此而無，故謂『五八果上轉』。若欲于前五施還滅之功，則是二乘折

伏根門愚法；若欲滅盡八識，即墮外道斷見。七識純用滅，六識半滅半還，

自類種子不因七識染者，亦八識之分注，可用為觀門，還其本智；因七識

染者，七識滅則自滅。前五第八唯還無滅。《規矩》說還滅法立四頌，從

粗入微，以前五始，以第八終，逆序也。
118

 

 
船山於此謂「從八識順其習氣瀑流之機，起五徧行，不復回顧真如，一注七六二

識，一注前五識，生諸心所，成隨煩惱，謂之流；從七識違背真如，轉變其圓實

之性，染八識無覆為有覆，變六識別境令生不定，而具根本六惑，乘前五之發即

與和合，變成三惑重障，謂之轉」，凡所言之流、轉，即是釋明所謂「人心」；而

人心之所以可說為「危」者，義即在內。於其論中，「真如」即指真體，而「流、

轉」則指「習氣」。唯就釋氏義言，人心之動，起於淨、染和合之發用，而淨體不

受染污，一旦妄染之習滅斷，則本體自然流行。於其說中，不僅妄染無根，僅能

現「象」而無位；即本體之變化，亦是如如而不一有。而船山依前引之說為論，

                                                 
118

 同前註，頁 57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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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將人心之心、意，分說為受境與取境，「受」與「取」乃共成一位。此一位，

即是「命」之誠然處；以今日之詮解說之，亦當是現世價值，或說俗世價值（secular 

value）之建立處。於此，與宗教之視人生為「虛妄」之立場畫界。 

而正因如此，船山於「真如」與「耶識」之關係，乃竟誤將「覆障」之執持，

說為乃由「體」以成「用」之變化，從而有「真如變賴耶為一變，從賴耶變末那

為二變，從末那變前六為三變」之說；明與相宗本義違異
119

。此處一失，則於下說

「滅妄還真」，順衍「八識轉成四智」之理，雖並依書句演說，於其間關鍵，俱皆

無從得實。其最明顯者，船山於「六識三品轉」下釋之云： 

 
此識但有現行，七識乃其種子，故但於現行轉，不能轉種子；即能轉分別

種子，不能轉俱生種子。
120

 

 
即是脫出本宗之解義

121

。 

雖則如此，船山藉佛義之「淨」、「染」，轉指「正」、「變」，以說明「執持成

用」之理，對於建構一種蘊含「演化」義之動態哲學而言，仍是極具立論上之創

新價值。其間最要之一點，即是取用釋氏於「流轉」中區分「種子」之觀念與方

法，將之借為建構「氣化論」時之一種工具。蓋因「唯識論述」之所以得以依於

「淨」、「染」，以區判「諸識」構成要件之不同，乃立基於佛教有關「真」、「妄」

之說解；今船山既不認受「妄染」之說，則勢必將佛家所提之「真」、「妄」問題，

另以「氣化」之理論說之。 

對於此，船山主要疏解之法有二：其中之一，即是：對於「心」之流轉言，

以受命於天而不可轉者，為「心」之體、用；以受意動而變合熏習者，為「意」

                                                 
119

 今人剔此語以為不合相宗之義（說詳王恩洋：〈相宗絡索內容提要〉，見《相宗絡索‧附

錄》，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3冊，頁 598-599），

固是，然船山之說何以如此？則必如是解，乃得其所以故。 
120

 見王夫之：《相宗絡索‧二五》，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

第 13冊，頁 573。 
121

 《全書》校記於「八地以上觀察智不行」句下云：「『八地以上觀察智不行』：王校：『說

誤。〈規矩頌〉說：遠行地後純無漏，觀察圓明照大千。即說八九十地和佛地都有，而且

愈加圓明。又上云：此識但有現行，七識乃其種子。亦誤，相宗無此義。』吳記：『王說

是。』」（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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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體、用。前者不可轉，而後者可轉。其次，則是：對於「天氣」之流轉言，以

陰、陽自有之體性功能，為「道」所固然之體、用；而以感應和合而生之變衍流

轉，為「流行」之體、用。 

關於二者之前項，船山除見說於《讀四書大全說》外，彼亦以此意，疏解道

家《莊》書之內七篇，且以之歸義於《易傳》「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之論。關於二

者之後項，船山則延伸其前論「專氣不能致功」之見解，將彼原本於《周易外傳》

中即已提出之「乾、坤並建」之說，作出另義之發揮，最終完成其《周易內傳》

與《張子正蒙注》二書之寫作。 

本文於此，比論各說，所以將船山所持以治《莊》書之論點，結合之於「真」、

「妄」問題，主要在於船山之闢二氏，「虛、實之辨」本是核心。此辨，就船山之

見解而言，可區為二層：一在學之用；一在學之體。而船山之不離於「器」以言

「道」，依其論旨，蓋即是欲并此二層所有之義中之所謂「誣罔」者，而盡破之。

唯對於船山而言，二氏之學，經其涉獵，亦覺有可取之處，則在其論「氣之變、

合」與「心之變、合」。故如何借用其論述「去習」、「破妄」時之辨析方式，而有

以存船山之所謂「真」，乃成為船山於發展其系統時，有所擇取之原則。上論其釋

「六識三品轉」云：「此識但有現行，七識乃其種子，故但於現行轉，不能轉種子；

即能轉分別種子，不能轉俱生種子」，即是其主張「第七識含『具生種子』，不得

以『染識』污名之」之一種儒家見解之表顯。至於其說老、莊，則亦頗有可見出

其用心之所在者；以下續言之： 

船山之釋道家義，首在辨其「非儒」與「非釋」，船山曰： 

 
昔之註《老子》者，代有殊宗，家傳異說；逮王輔嗣、何平叔合之於乾坤

易簡，鳩摩羅什、梁武帝濫之於事理因果，則支補牽會，其誣久矣；迄陸

希聲、蘇子繇、董思靖及近代焦竑、李贄之流，益引禪宗，互為綴合，取

彼所謂教外別傳者以相糅雜，是猶閩人見霜而疑雪，雒人聞食蟹而剝蟚蜞

也。老子之言曰：「載營魄抱一無離」，「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沖氣

以為和」，是既老之自釋矣。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

以為經」，是又莊之為老釋矣。舍其顯釋，而強儒以合道，則誣儒；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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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釋，則誣道；彼將驅世教以殉其背塵合識之旨，而為螙來玆，豈有既

與？
122

 

 
於此論中，船山雖於二氏同斥，然在其思惟之理解中，三教本有似近而實遠，似

遠而亦有可通之處，故歷來之詮釋家，乃有「強儒以合道」、「強道以合釋」之事；

其失乃在「將驅世教以殉所謂『背塵合識』之旨」。凡此，皆說三教者，所以不得

不精於其各自之說之故。 

其次則是辨老、莊之異宗。船山於其《莊子解》中云： 

 
莊子之學，初亦沿于老子，而「朝徹見獨」以後，寂寞變化，皆通於一，

而兩行無礙。其妙可懷也，而不可與眾論論是非也；畢羅萬物，而無不可

逍遙，故又自立一宗，而與老子有異焉。老子知雄而守雌，知白而守黑，

知者博大而守者卑弱。其意以『空虛』為物之所不能距，故宅於虛以待陰、

陽人事之挾實而來者，窮而自服；是以機而制天人者也。《陰符經》之說，

蓋出於此。以「忘機」為機，機尤險矣！若莊子之「兩行」，則進不見有

雄、白，退不屈為雌、黑，知止於其所不知，而以不持持者無所守。雖虛

也，而非以致物；喪我，而於物無攖者；與天下而休乎天均，非姑以示槁

木死灰之心、形，以待物之自服也。嘗探得其所自悟，蓋得之於渾天：蓋

容成氏所言「除日無歲無內無外」者，乃其所師之天，是以「不離於宗」

之天人自命，而謂內聖、外王之道皆自此出；而先聖之道、百家之說，散

見之用，而我言其全體，其實一也。則關尹之「形物自著』，老子之「以

深為根、以物為紀」，皆其所不事；故曼衍連犿無擇于溟海、枋榆，而皆

無待以遊，以成內七篇之瑋詞。博也而不僅博，大也而不可名為大，真也

而審乎假以無假，其高過於老氏，而不啟天下險惻之機。故申、韓、孫、

吳皆不得竊，不至如老氏之流害於後世，於此殿諸家而為物論之歸墟，而

猶自以為未盡，望解人於後世，遇其言外之旨焉。
123

 

                                                 
122

 見王夫之：《老子衍‧自序》，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

第 13冊，頁 15。 
123

 見王夫之：《莊子解》，卷三十三，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

書》，第 13冊，頁 47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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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說以老子之「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乃所以明「知者博大而守者卑弱」之理，

其意蓋欲宅虛以待陰、陽人事之挾實而來者窮而自服，故乃以「機」而制天、人

者。而莊子之「兩行」，則是進不見有雄、白，退不屈為雌、黑，知止於其所不知，

而以不持持者無所守。故雖虛也，而非以致物；喪我，而於物無攖者。固非姑以

示槁木死灰之心、形，以待物之自服。其終而為道，乃以「不離於宗」之「天人」

自命，而謂內聖、外王之道皆自此出。 

船山此一分判，以「喪我」之虛與「宅虛」之虛相對，而謂莊說「不離於宗」

之義近於聖道。在其說義中，力主「喪我之虛」可破「宅虛之妄」，其實即是其《相

宗絡索》所謂「逆八識順流之波，窮前五之妄，歸同時之意識，即還六識妙觀，

不轉前五成妄。窮六識之妄歸七識，即還七識本無之體，不染六識具諸惑障」
124

之

論。然對於船山自身之立場言，七識以「志」言，八識以「量」言，故倘至於六

識具諸惑障滅盡，七識之染因即不復有，並無如「唯識家」
125

所言，當更窮八識之

染因於七識，必欲於七識命根一刀斬斷，而後登境之說
126

。船山依此，乃以《易傳》

「退藏於密」之說，申釋莊子〈大宗師〉所謂「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

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

耆（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一段之義。船山於句下解之云： 

 
此真知藏密之體也。知藏于內而為證入之牖，雖虛而固有體，藏之深淺，

知之真假分矣。夢者，神交于魂，而忽現為影，耳目聞見徜徉不定之境，

未忘其形象而幻成之。返其真知者，天光內照而見聞忘其已跡，則氣斂心

虛而夢不起。生死禍福皆無益損于吾之真，而早計以規未然之憂，其以無

有為有，亦猶夢也，皆浮明之外馳者也。浮明之生，依氣以動。氣之動也

因乎息，而天機之出入乘焉。斂浮明而返其真知，則氣亦沈靜以內嚮，徹

                                                 
124

 見王夫之：《相宗絡索‧二四》，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

第 13冊，頁 571。 
125

 歐陽竟無（漸，1871-1943）曾區判「法相」與「唯識」為二宗，然此不過歐陽氏一家

後起之見，船山於此，則固無分別。 
126

 船山云：「窮八識之染因于七識，而本自無覆，即還本體，不受其染，漸漸捨彼異熟，

即還真如。滅者，於七識命根一刀斬斷，絕滅無餘，六識枝蔓隨之催折。七識滅則六識

滅，六識滅則七識後念滅，前五同時意識、八識見相二分皆滅。」見王夫之：《相宗絡索‧

二四》，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3冊，頁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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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踵矣。天機乘息以升降，息深則天機深矣。耆欲者，浮明之依耳目以逐

聲色者也。壅塞其靈府，而天機隨之以上浮，即有乍見之清光，亦淺矣。

耆欲填胸，浮明外逐，喜怒妄發，如火熺油鑊，投以滴水，而烈焰狂興。

中愈屈服，外愈狂爭，覺以之憂，寢以之夢，姚佚啟態，無有之有，莫知

所萌，眾人之所以行盡如馳而可為大哀也。真人之與眾人，一間而已。無

浮明斯無躁氣，隨息以退藏而真知內充，徹體皆天矣。
127

 

 
船山於此註語中，將莊子之所謂「天機」，與《繫辭傳》「無思也，無為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聖人以此洗心，退

藏於密」之說義相結合，標出「真知藏密之體」以為「真知」之源，而為「知」

之真、假作剖判；顯見彼確實有意於此關鍵之處，綰合儒、莊。前引其稱揚《莊》

書之內七篇，有謂「博也而不僅博，大也而不可名為大，真也而審乎假以無假，

其高過於老氏，而不啟天下險惻之機」，即是奠說於此。特莊子篇中之深、淺，本

就「嗜欲」與「天機」之消、長而言，一深則一淺，而非以「知體」所藏之深、

淺，為「知」之真、假之分之所原出。則船山此種依「識力」層次不同而區分之

真、假，與莊子之辨「知」之小、大，乃否定一切「詮釋者」之詮釋立場，而將

冥合於「道」者，稱之為「真人」，仍有屬於儒、道「認識論立基點」之差異，為

論者所宜知。 

至於船山疏解佛家所提「真」、「妄」問題之第二項策略，即對於「天氣」之

流轉，設立所謂「陰、陽乃各有之體性」之說，其意則見於《周易內傳》與《張

子正蒙注》二書。 

推溯而言，船山之提出「乾、坤並建」，其事實始於其作《周易外傳》。其最

初之說，關鍵之點即在將《易》理中所辨之「知」、「能」，重新定義。船山云： 

 
天下之大用二，知、能是也；而成乎體，則德業相因而一。知者天事也，

能者地事也，知能者人事也。……乃天則有其德，地則有其業，是之謂〈乾〉

〈坤〉。知、能者，〈乾〉〈坤〉之所效也。夫知之所廢者多矣，而莫大

乎其忘之。忘之者，中有間也。萬變之理，相類相續而後成乎其章；於其

                                                 
127

 見王夫之：《莊子解》，卷六，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

第 13冊，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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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統其終，於其終，如其始。非天下之至健者，其孰能彌亙以通理而不

忘？故以知：知者惟其健，健者知之實也。能之所窮，不窮于其不專，而

莫窮乎窒中而執一。執一而窒其中，一事之變而不能成，而奚況其賾！至

善之極，隨事隨物而分其用。虛其中，析其理，理之所至而咸至之。非天

下之至順者，其孰能盡亹亹之施而不執乎一？故以知：能者惟其順，順者

能之實也。
128

 

 

於此說中，船山於「知」之「主持」義
129

，有一不同於歷來說《易》者之論，即是

彼於所謂「續之」之過程中，不言有「命化之恆理」，而強調所謂「不忘」。所謂

「不忘」，依論而言，即是「有所續而非持恆」。此點就哲學而言，即是將「道體」

之動態性點明，以與「理」字之靜態性區隔。故就「道」與「理」之關係言，「理」

字已退減為變化中相續之條理，而非可說為即是「道體」內涵之全部。此種發展，

顯示船山對於朱子「理先」說之靜態特質，與《周易》藉卦爻系統而建構之「動

態思惟」之差異，已有初步之認識。 

特船山彼時，因主「性情相需」、「始終相成」、「體用相函」
130

，故雖其思惟主

脈，乃由宋人之說返求之於《易》，企圖增入「時」、「位」觀念，以釋道體之發用，

論其大旨，固仍是偏主於解決明人針對朱子以「淨潔空闊底世界」釋「理」產生

之疑義；尚未將「道」、「理」之分辨，透過系統，連接於「智體為何」之議題。

因此船山彼時之論，雖已提出所謂「未有弓矢而無射道，未有車馬而無御道」
131

之

說，依其所成就之意義而言，亦仍止是一種「哲學形態」之移動，對於「氣化」

因何而為「演化」？如何於「演化」之氣化中，仔細區辨「天德」與「人德」性

質殊異之所由來？猶未完善出一種船山所特有而絕不同於前人之說之系統。 

逮船山之歷經思想之數變，而重作《周易內傳》，其所修正而組建之「乾、坤

                                                 
128

 見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五，〈繫辭上傳第一章〉，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

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冊，頁 983-984。 
129

 朱子注「乾知大始」句云：「知猶主也。」見朱熹：《周易本義》，〈周易繫辭上傳第五〉，

收入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1冊，頁 124。 
130

 船山云：「是故性情相需者也，始終相成者也，體用相函者也。性以發情，情以充性。

始以肇終，終以集始。體以致用，用以備體。」見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五，〈繫辭上

傳第十一章〉，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冊，頁 1023。 
131

 同前註，頁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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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說，則與前論大不相同。於其後說中，船山不唯依《尚書引義》，分辨「道」

與「善」、「性」，主張「道」統天地人物，「善」、「性」則專就人而言，一改「道」

乃主持乎陰陽分劑之宜之說，且進而謂「分劑之宜」，亦非如《引義》所言，乃出

於陰、陽之化中自然之理。在其新構之論中，船山有一重要之立基點，即是將「理」

之功能，與陰、陽分劑之宜之「事實之結果」切割。船山曰： 

 
道統天地人物，〔善〕、性則專就人而言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之自

為體，人與萬物之所受命，莫不然也。而在天者即為理，不必其分劑之宜；

在物者乘大化之偶然，而不能遇分劑之適得；則合一陰一陽之美以首出萬

物而靈焉者，人也。「繼」者，天人相接續之際，命之流行於人者也。其

合也有倫，其分也有理，仁、智不可為之名，而實其所自生。在陽而為象

為氣者，足以通天下之志而無不知，在陰而為形為精者，足以成天下之務

而無不能，斯其純善而無惡者。孟子曰：「人無有不善」，就其繼者而言

也。「成之」，謂形已成，而凝於其中也。此則有生以後，終始相依，極

至於聖而非外益，下至於牿亡之後猶有存焉者也。於是人各有性，而一陰

一陽之道，妙合而凝焉。然則性也，命也，皆通極於道，為「一之一之」

之神所漸化，而顯仁藏用者。道大而性小，性小而載道之大以無遺。道隱

而性彰，性彰而所以能然者終隱。道外無性，而性乃道之所函。是一陰一

陽之妙，以次而漸凝於人，而成乎人之性。則全《易》之理不離乎性中，

即性以推求之，《易》之蘊豈待他求象數哉！
132

 

 
又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推性之所自出而言之。「道」謂天道也。「陰陽」

者太極所有之實也。凡兩間之所有，為形為象，為精為氣，為清為濁，自

雷風水火山澤以至蜎孑萌（牙）〔芽〕之小，自成形而上以至未有成形，

相與絪縕以待用之初，皆此二者之充塞無間，而判然各為一物，其性情才

質功效，皆不可強之而同。動靜者，陰陽交感之幾也。動者陰陽之動，靜

                                                 
132

 見王夫之：《周易內傳》，卷五上，〈繫辭上傳第五章〉，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

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冊，頁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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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陰陽之靜也。其謂動屬陽、靜屬陰者，以其性之所利而用之所著者言之

爾，非動之外無陽之實體，靜之外無陰之實體，因動靜而始有陰陽也。故

曰「陰陽無始」，言其有在動靜之先也。陽輕清以健，而恆為動先，乃以

動乎陰，而陰亦動。陰重濁以順，非感不動，恆處乎靜；陽既麗乎陰，則

陽亦靜。靜而陰之體見焉，非無陽也；動而陽之用章焉，非無陰也。猶噓

吸本有清溫之氣，因噓吸而出入也。故可謂之靜生陰，動生陽，而非本無

而始生，尤非動之謂陽、靜之謂陰也。合之則為太極，分之則謂之陰陽。

不可強同而不相悖害，謂之太和，皆以言乎陰陽靜存之體，而動發亦不失

也。然陰陽充滿乎兩間，而盈天地之間唯陰陽而已矣。「一一」云者，相

合以成，主持而分劑之謂也。無有陰而無陽，無有陽而無陰，兩相倚而不

離也。隨其隱見，一彼一此之互相往來，雖多寡之不齊，必交待以成也。

一形之成，必起一事；一精之用，必載一氣。濁以清而靈，清以濁而定。

若經營之，若摶捖之，不見其為，而巧無以踰，此則分劑之之密，主持之

之定，合同之之和也。此太極之所以出生萬物，成萬理而起萬事者也，資

始資生之本體也，故謂之「道」，亘古今，統天人，攝人物，皆受成於此。

其在人也，則自此而善，自此而性矣。夫一陰一陽，《易》之全體大用也。

乃泝善與性之所從出，統宗於（於）道者，固即此理。是則人物之有道，

《易》之有象數，同原而不容歧視，明矣。
133

 

 
船山於此二文中，不僅明謂「在天者，即為理，不必其分劑之宜」，且亦云「在物

者乘大化之偶然，而不能遇分劑之適得」，則見所謂陰、陽之互動，在其本身，不

僅未預存一「調和」之因素，使在物者，皆有以遇分劑之適得；即所謂「首出萬

物而靈焉」之人，其確然呈顯為「合一陰一陽之美」，亦屬可有而非一蹴即有，仍

須俟「化」之積漸而然。其間有基於「偶化」而成之歷程。凡人性之「能有而終

極必有」，必經此「妙然而凝」之過程而始有。而《易繫辭》所謂「繼」者，亦必

於天、人「相接續」之際，乃始有「命」之流行於人者。此所謂「命」，僅應說明

為「構成之原理」，而非「發生之原理」；「命」義中所存在之屬於「目的性」之觀

念成分，已因「偶然」（chance）概念之介入
134

，而產生立論形態之變化。 

                                                 
133

 同前註，頁 524-526。 
134

 船山之論「偶化」，其立基點在於陰、陽不僅各具不同之體、性，二者間不存在「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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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如所謂「命」，僅應說明為「構成之原理」，而非「發生之原理」，則以「主

持分劑」之實然言，凡陰、陽變合中「分劑之之密」、「主持之之定」與「合同之

之和」，亦皆須「交待以成」、「相合以成」。以此而論，氣化中「形成」之事、「致

精」之用，若經營之，若摶捖之，實皆將不見有以所「預涵」者，諄諄然經營之、

摶捖之，以確然為之主者。 

倘然，則所謂「合一陰一陽之美」者，又何所據而知其為「美」？何所據而

知其性為「道之所函」乎？此則必於陽與陰之體、性求之，然後知所謂「在陽而

為象、為氣者，足以通天下之志而無不知；在陰而為形、為精者，足以成天下之

務而無能」究屬何義。船山曰： 

 
陰、陽者，定體也，確然隤然為二物而不可易者也；而陽變陰合

135

交相感

以成天下之亹亹者，存乎相易之大用。以蓍求之，而七、八、九、六無心

之動，終合揆於兩儀之象數，唯萬物之始，皆陰、陽之撰。夫人之情，皆

健、順之幾，天下無不可合之數，無不可用之物，無不可居之位，特於其

相易者各有趨時之道，而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聖人所以顯陰、陽之仁，

                                                                                                                             
性之節調」，且陰、陽之互動，於「能有之條理」外，亦存在「偶然變合之機會性」。因

此就「化」之流行言，「可有而不必有」中，尚存在一種「不可預測」之變異機率。就多

數物類之出現言，「在物者乘大化之偶然，而不能遇分劑之適得」，屬於「偶然」；至於此

一「偶然之化」中，亦有能遇「一陰一陽之美」，從而體現陰、陽和諧之極致者，則須於

極大數之機率中實現，屬於船山所謂「適得」。二者不同。唯因陰、陽之變、合，其中亦

尚有依勢而生之節調，故於陽變陰合，或陰變陽合之實然中，亦存在因氣化與形化之「沿

續性」而產生之制約，遂使「較佳變合」之出現機率，隨氣化之沿續，而逐漸提昇。因

而就「人」之能「首出萬物而成其靈」言，此種「天、人之際之相續」，亦是終能藉「層

次性之演化程序」而得以實現。此所謂「性也命也，皆通極於道，為『一之』『一之』之

神所漸化」之說。此一於「偶化」中產生「必然」之論法，使船山之主張，雖於「宇宙

構成論」中引入「偶然」之概念，然卻並不落入極端之「偶然主義」（accidentalism）中。 
135 《全書》校云：「『陽變陰合』，守遺經書屋本、金陵本均作『陰變陽合』。」（王夫之：《周

易內傳》，卷一上，〈上經乾坤〉，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

第 1冊，頁 42）按，船山立論雖亦有「陰變陽合」之說，與常論之「陽變陰合」之說不

同（參見前文註〈59〉所引《讀四書大全說》，並余之釋義），然此文因下有「交相感以

成天下之亹亹者，存乎相易之大用」之語，則其所重，仍是前註〈132〉所揭引「在陽而

為象、為氣者，足以通天下之志而无不知；在陰而為形、為精者，足以成天下之務而無

不能」之義，故仍應依校作「陽變陰合」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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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詔民於憂患者，存乎《易》而已矣。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者，

錯綜相易之幾也。此《易》之所以名，而義繫焉矣。
136

 

 
據此，則凡所以得成天下之亹亹者，實皆在於陰、陽之各據其殊異之情性，以相

感而變合。且因其自始即為定體，為定體故見有定用，是以宜說之為「二物」。此

說不僅為歷來言《易》者所未曾有，亦與船山前此之論不同。蓋直至船山撰寫《讀

四書大全說》之時，亦僅言： 

 
陰、陽有定用，化育無定體，故陰、陽可見，化育不可見。

137

 

 
於彼說中，陰、陽仍是止依「一氣之二用」而分，並無「確然隤然為二物」之說。

故如依此後說，推萬物之所始，而將一切歸之所謂「陰、陽之撰」，則整一「太虛」

之氣，何以能自成其和？其所以為「和」之邏輯上之原因，必應在二者間存在一

種「並存性」、「互動性」與「自然之協調性」；而非預存有任何「調和」之因素，

在二者之先。 

此種並存性、互動性與自然之協調性，若取與船山為《外傳》之時之論義相

較，則其間頗有可論者。蓋由於當時船山仍主「道」有「主持分劑」之功能，故

以哲學之性質分析，其立論形態，近於所謂「機體論哲學」（organicism）之概念；

其間不發生論述於此之困難。然一旦定義所謂「陰、陽之撰」，將其間之「整一性」

去除，則陰、陽間所存在之「節調」，將僅能於其「變合」之過程中產生，既無所

「預存」，亦非「無時而不然」。因而船山所謂「生理」，於「陽變陰合」與「陰變

陽合」之兩階，實際已存在差異。前者之互動，陽躁勝於陰嗇，其間已不存在「機

體論」所強調於一切變化運行時，持續必有之「統一性」
138

。必須於後者，陽為陰

累，乃始表現為一種「機體」之運作。故船山之撰作《內傳》，其說於性質固已非

                                                 
136

 見王夫之：《周易內傳》，卷一上，〈上經乾坤〉，同前註，頁 42。 
137

 見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六，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

全書》，第 6冊，頁 827。 
138

 關於「機體論」中所謂「有機辯證法」（organitic dialectic）之說明，參見 Archie J. Bahm, 

Organicism: origin and development （ Albuquerque: World Books, 1996） , PartⅠ: 

Metaphysics, B. Systematic development, pp. 21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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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機體論哲學」，可以說明。
139

 

船山《內傳》此一「陰、陽之異用，乃出於陰、陽之異體」之觀念，不僅將

朱子對於濂溪〈太極圖說〉中「太極」概念之詮釋，徹底解構，亦將「理」字之

概念，與「性」字之概念，作出重要之區隔。依於其新說，宇宙所以成為包融性

之一體，要點在於陰、陽體性之對立、互動與平衡。此一基於對立、互動與平衡

所形成之「氣化」意義之「和諧」，可確保宇宙於「無定化」之狀態下之「持恆」。

由是而有其「象」、「數」
140

。船山曰： 

 
神者，道之妙萬物者也。《易》之所可見者，象也；可數者，數也。而立

於吉凶之先、無心於分而為兩之際，人謀之所不至，其動、靜無端，莫之

為而為者，神也。使陰、陽有一成之則，升降消長，以漸而為序，以均而

為適，則人可以私意測之，而無所謂神矣。夫性一也，皆繼道以生之善也，

然而聖人有憂，仁、知有其偏見，百姓用而不知，惟至健、至順之極變化

以周於險阻者，無擇無端，而時至幾生於不容已，莫能測也。《易》惟以

此體其無方，為其無體，周流六虛，無有典要。因時順變，不主故常，則

性載神以盡用，神帥性以達權之道至矣。一陰一陽者，原不測也。以此益

知「一之」「一之」云者，非一彼而即一此，如組織之相間，而拂乎神之

无方，乖乎道之各得，明矣。然則列次序、列方位，方而矩之，圓而規之，

整齊排比，舉一隅則三隅盡見，截然四塊八段以為《易》，豈非可觀之小

道，而鬻術之小人亦可以其小慧成法，坐而測之乎？
141

 

 

                                                 
139

 「機體論」哲學形態之成立，關鍵在於氣化中是否存在一種「機體性」（organism），而

此點船山於撰作《尚書引義》，即已將之去除，從而承認氣化中所實有之「紛雜性」；故

船山哲學之脫離此一形態，亦非遲至《周易內傳》成書而始然。參見後文〈論王船山哲

學之系統性及其基本預設〉。  
140

 宇宙於「無定化」之狀態下，如無必有之「持恆」於其間，則凡所可見、可數者，將皆

止是可見、可數，而非「可儀之象」、「可序之數」。「道」之所以妙萬物而為「神」者，

在此。 
141

 見王夫之：《周易內傳》，卷五，〈繫辭上傳第五章〉，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

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冊，頁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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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之云「使陰、陽有一成之則，升降消長，以漸而為序，以均而為適，則人可

以私意測之，而無所謂神矣」，此一說法，顯示「象」、「數」之成為可見、可數，

雖皆有其條件和合時所必然，然此「必然」，乃因果關係中之「必然」，而非「原

因」與「受因者」間關係之「必然」。此時之船山，蓋已僅視「象」、「數」為「存

有結構形式」之呈顯，而非「存有原理」之呈顯。故凡「象」、「數」所彰顯之表

象上之「序」或「適」，論其實質，既非指向「靜態之秩序」，亦非以另一種方式，

指向「動態之秩序」。此點亦使其理論，於邏輯中否定「存有層級」（levels of being）

所內涵之秩序性；「神」之所以無「方」、「體」可求而不測，即是為此。 

至於人之所以獨能以其「繼道以生之善」，取則於「至健、至順之極變化以周

於險阻，而終有以成天下之亹亹」，則必有其所立基。船山於此，亦有一極為特殊

之見解，即是欲於智慧開發之方法中，區辨「仁、知之偏用」，與「時至『幾』生

於不容已」之不同。此一說法，義雖若承前而有，然論中強調至健、至順之極變

化以周於變化之中，乃是「無擇無端」，必待其「時」至，乃能「幾」生於不容已

而不測，則屬未有之新義。 

船山此論，由強調「神」之所以無「方」、「體」可求，進一步主張「神化乃

周流六虛而無典要」，就其理論之建構言，雖符於其自來反對「統『善』、『性』於

『理』」之說，然以「神化」為無典要，勢將使《外傳》所謂「非天下之至健者，

其孰能彌亙以通理而不忘？」之為「通理」義，僅限於「乾健」之「知」之所效，

而無更上一層之義，若然，則連帶所及，亦將使象、數中所現之「理」，皆僅侷限

於事物之條理，乃「勢」之所成，與人之性乃載道之大，從而即之以推求，可以

窮神而知化者，分屬不同之層次。《內傳》所謂「全《易》之理不離乎性中，《易》

之蘊豈待他求象數哉！」，即是此義。 

六、船山最終於《張子正蒙注》中所建構之「神、氣和合」論

及其說義 

船山歷經思想之數變，重作《周易內傳》，由於已於其論中將「演化」中所存

在之「必然」與「偶然」因素，深刻加以釐清，建構一特有之宇宙構成論，並因

而將其存有學之義涵，推向一徹底之「動態」之論，達至理學發展中所未曾觸及

之論域，故可謂至此已卓然成家；有其系統之獨特性與嚴密性。然船山於造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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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後之五年，修訂《正蒙注》，乃於此又有更義
142

；且此更義與《內傳》之說，既

具沿續性，亦有不能不加分辨之差異。其脈絡在於：依船山原本「體用論」之主

張，一切「存有學」之建構，皆應建立於「宇宙論」之基礎之上，故以其《內傳》

之所得，其說義本身即具有「存有學」之義涵，不必另立「存有學」之系統。而

重訂《正蒙注》時，船山之態度於此則有明顯改變。船山於其說中云： 

 
健順，性也；動靜，感也。陰陽合於太和而相容，為物不貳，然而陰陽已

自成乎其體性，待感而後合以起用。天之生物，人之成能，非有陰陽之體，

感無從生，非乘乎感以動靜，則體中槁而不能起無窮之體。體生神，神復

立體；繇神之復立體，說者遂謂初無陰陽，靜乃生陰，動乃生陽，是徒知

感後之體，而不知性在動靜之先本有其體也。
143

 

 

此段引文中，前半所申之義，如「健順，性也；動靜，感也。陰陽合於太和而相

容，為物不貳，然而陰陽已自成乎其體性，待感而後合以起用。天之生物，人之

成能，非有陰陽之體，感無從生，非乘乎感以動靜，則體中槁而不能起無窮之體」

云云，論其精旨，皆係《內傳》之所有，二者無大分別。然此下云「體生神，神

復立體」，則有新義。 

蓋前此言陰、陽之變合，有「陽變陰合」、「陰變陽合」之說，皆僅以陰、陽

相感之幾而言，其為感後之體，實即「形化」之所成質；船山並未於此氣化與形

                                                 
142

 船山之《周易內傳》與其《張子正蒙注》，議論相近而有異同，余早歲撰作《王船山之

道器論》時，曾有詳論，且力證傳本《正蒙注》之後出（詳本書下編，第六章）。今審《全

書》本《張子正蒙注》書後有「乙丑孟春月下旬丁亥成，庚午季夏月重訂」字樣，校記

云：「本行文字，劉氏鈔本同，自草堂本以下各本無之。」（見王夫之：《張子正蒙注》，

卷九，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2冊，頁 382）查乙

丑為康熙二十四年，船山六十七歲，同年船山病中乃勉為從遊諸子作《周易內傳》（見本

序，又集中有〈秋雨延旦曉起〉詩，談及其病，詳王之春：《船山公年譜》，收入王夫之

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6冊，頁 366），則二書本是一時之作，

而《正蒙注》或稍早。然今本《正蒙注》重訂於庚午季夏月，則又後《周易內傳》之成

書五年，船山年七十二；越二年船山即卒。故《正蒙注》仍應說為船山思想著作之最後

成者。 
143

 見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九，〈可狀篇〉，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

《船山全書》，第 12冊，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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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遞衍中，合「神」以言「體」。「神」字於彼時之說，僅以言化之「不測」。而

船山此處於陰、陽之性情、功效之中，辨言其變、合，乃時時皆是由「神」以立

「體」，復由「體」生「神」，則係與《大全說》中所提之「心、意乃各有體用」

之論有若干相近之處；當亦是延伸其理而有。特彼處船山之所以依於「心」、「意」

而為「二重體、用」之說，乃因性體之有方、所，故可為「性載神以盡用，神帥

性以達權之道」之論；而此則通「神化」之周流而言，非專就「有位」論，故二

者仍存在差異。 

綜合以論，船山此以「感」之前、後分「體」，而以「神」之概念貫串其間，

就其立說之邃旨而言，約有二項立論之效益：一在為「在天之幾」與「在人之幾」

二者之區分奠基；一在為「理」之所以得以相通立論。 

船山之申明此二義，說見於其釋《正蒙》「太和所謂道，中涵有浮沈、升降、

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一段。船山云： 

 
涵，如水中涵影之象；中涵者其體，是生者其用也。輕者浮，重者沈，親

上者升，親下者降，動而趨行者動，動而赴止者靜，皆陰陽和合之氣所必

有之幾，而成乎情之固然，猶人之有性也。絪縕，太和未分之本然；相盪，

其必然之理勢。勝負，因其分數之多寡，乘乎時位，一盈一虛也。勝則伸，

負則屈；勝負屈伸，衰王死生之成象，其始則動之幾也。此言天地人物消

長死生自然之數，皆太和必有之幾。
144

 

 
船山此論所謂「陰陽和合之氣所必有之幾，而成乎情之固然，猶人之有性也」云

云，抽繹其理，實即可為本文上論所主張「船山之說『體』、『用』有展轉相生之

義，乃由『心、意乃各有體用』之論所延伸」一說立證。而論中船山分別「未分

之本然」與「相盪必然之理勢」，則是為其「非有陰陽之體，感無從生，非乘乎感

以動靜，則體中槁而不能起無窮之體」之說義立基。於其論中，船山提出所謂「必

然之理勢」一概念。所謂「理勢」，若依「體」、「神」相生之說解析，可見出「神」

之於「化」，雖如前釋，非有典要；然此「無典要」，僅以言其非有一恆常不變之

性，並非指「神化」之中無理亦無勢。故船山曰： 

 

                                                 
144

 同前註，卷一，〈太和篇〉，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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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之中，有氣有神。神者非他，二氣清通之理也。不可象者，即在象中。

陰與陽和，氣與神和，是謂「太和」。
145

 

 
此所謂「神者非他，二氣清通之理」，乃言「神」必於陰、陽「相和」之中見，相

和之中有理，即是相和之中有神。而「體」、「神」之相生，「神」之發用，其幾終

不離於清通，但可區為「有時、位」與「無時、位」之分別耳。故「陰陽和合之

氣所必有之幾」與「太和必有之幾」，雖分二層，仍屬同一「神」之顯用。「理」

之所以得以相通，亦即以此故。 

依於船山此說，可見化體之為用，由「未分之本然」而有所起用，應有「始

動」與「續動」之分；動之幾乘乎其時、位，而為陰、陽之盈、虛，遂有勝、負、

屈、伸，於是乃成其衰、王、死、生之象。凡此由絪縕而相盪，皆出於必然之理

勢。「神」之所以為「不測」，非無所本，此所本即是所謂「通理」；然因變合之「相

盪」中，雜有「偶然」之因素，故須此「神」乃依於感應而起用。 

船山此一新有之論，若持與朱子之說相較，可謂朱子之所以一方面以理、氣

為不可分，一方面又以理須在氣先者，正為乃於「感後」觀體，故謂體有「成化」

之功，「用」無體則無以立。而船山則將「體」區分為「感前」與「感後」，體由

「感前」而「感後」，必經一「感應」之階段；無感應，則「體中槁而不能起用」。

而「感應」止是參伍錯綜之氣之相互摩盪。體之神止能使已生之感應循其理，而

不能離於陰陽以使未感應之氣相感應。易言之，體止能「神」化，而非能「命」

化。 

然自另一義言，化雖無「一成之則」以為化主，凡感應之聚、散，偶化之中

自有同出於「神」之清通，可使條理之為理，有誠信之可憑。此種自然之理勢之

中，因「遇」而現為「不迷」與「不爽」之條理者，船山稱之為「教」。船山曰： 

 
「感」者，交相感；陰感於陽而形乃成，陽感於陰而象乃著。「遇」者，

類相遇。陰與陰遇，形乃滋，陽與陽遇，象乃明。感遇則聚，聚已必散，

皆升降飛揚自然之理勢。風雨、雪霜、山川、人物，象之顯藏、形之成毀，

                                                 
145

 同前註，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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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遷而已結者，雖遲久而必歸其原，條理不迷，誠信不爽，理在其中矣。

教者，朱子所謂「示人以理」是也。
146

 

 

若然，則朱子以「理」為「靜體」之見解，依船山之所主張，雖已明白棄置不用，

朱子所主「條理」之義，仍有其不可廢。 

船山此一於「虛」論「理」，而於「動幾」論「性」之說
147

，不唯承接其前論，

乃於說義中，剝離「理體」之概念；船山且亦於其系統中，進一步解構所謂「性

體」。「體」字之於「理」或「性」，於其論中，蓋皆已為彼所申「自然之數」之思

惟所吸納。故船山乃於《正蒙注》中，藉「通理」二字以重新發揮「道無適主而

有秩敘」之觀念。 

船山曰： 

 
周子之言「無極」者，言道無適主，化無定則，不可名之為「極」；而實

有太極。
148

 

又曰： 

 
化無定體，萬有不窮。

149

 

 
然船山同時又云： 

 
大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謂「太極」也。陰陽異撰，

而其絪縕於太虛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渾淪無間，和之至矣。未有形器

之先，本無不和，既有形器之後，其和不失，故曰太和。
150

 

                                                 
146

 同前註，頁 28。 
147

 此所謂「於『虛』論『理』，於『動幾』論『性』」，就前一義言，即指前引船山所言「神

化之所不行，非無理」之說；就後一義言，則是於陰陽和合之氣中，指出因陰、陽之相

互作用而現起之「化幾」，即其變合之動之所繫。陰、陽分用之體、性，蓋由此而呈顯其

施用之方式。 
148

 見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七，〈大易篇〉，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

《船山全書》，第 12冊，頁 272。 
149

 同前註，卷二，〈神化篇〉，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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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 

 
理者，天所昭著之秩序也。時以通乎變化，義以貞其大常，風雨露雷無一

成之期，而寒暑生殺終於大信。君子之行藏刑賞，因時變通而協於大中，

左宜右有，皆理也，所以「在帝左右」也。
151

 

 
又曰： 

 
萬事萬物皆天理之所秩敘。

152

 

 
依船山此所引數說，則見天之生物，非有陰、陽之體，感無從生，非乘乎感以動、

靜，則體中槁而不能起無窮之體。然陰與陽和，氣與神和，其本質仍應屬一氣之

二分；特此所謂「一氣」，乃於存有學之「形上」義中說之，與宇宙構成論中所謂

「氣」，層次不同。正因於此說中，存有學中所辨之「神」與「氣」，非就「造化」

義中之陰、陽而言，故實然之「化」，雖無定而不可測，並無害「化」之整體中，

仍可說有存有學中所設定之「清通之理」；以之說之為「道」與「太極」。而此存

有學中所設定之「清通之理」，亦即是時、位之變化中所見有之「條理」之來源。 

唯依於船山之論，凡「可象」之秩序，既乃由感應而起，則所謂「條理不迷，

誠信不爽」云者，皆應僅屬由「有」而見之「無」，而非可以臆測於所謂「不可象」

之「無」，則前所謂依「性」而知「全《易》之理」者，又將何說乎？ 

船山曰： 

 
神化者，氣之聚散不測之妙，然而有迹可見；性命者，氣之健順有常之理，

主持神化，而寓於神化之中，無迹可見。
153

 

 
又曰： 

 
                                                                                                                             
150

 同前註，卷一，〈太和篇〉，頁 15。 
151

 同前註，卷三，〈誠明篇〉，頁 136。 
152

 同前註，卷七，〈大易篇〉，頁 285。 
153

 同前註，卷一，〈太和篇〉，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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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太和絪縕之氣，屈伸而成萬化，氣至而神至，神至而理存者也。
154

 

 

又曰： 

 
凡事之理，皆一源之變化屈伸也；存神忘跡，則天道物理之廣大皆協於一，

而一言可盡。非以己所知之一言，強括天下之理也。
155

 

 

又曰： 

 
理者，合萬化於一源，即其固然而研窮以求其至極，則理明。乃舍其屈伸

相因之條理而別求之，則恍惚幻妄之見立，而理逆矣。義者，一事有一事

之宜，因乎時位者也，徙而不執，乃得其隨時處中之大常；若執一義而求

盡其微，則楊之為我、墨之兼愛，所以執一而賊道。資深自得，則本立而

應無窮；若即耳目所習見習聞者察之，則蔽於所不及見聞，言僻而易窮。

如釋氏生滅之說，足以惑愚民而已，奚其智！
156

 

 
又曰： 

 
窮高明者，達太虛至和之妙，而理之所從出無不知也；極博厚者，盡人物

之逆順險阻，皆能載之而無所拒也。窮高明，則文皆致用；極博厚，則禮

能感通，而後天下之富有，皆得其大中之矩以貫萬理。顏子彌高「彌堅之

歎，非侈心於高堅，所以求中道爾！不窮高明，不極博厚，而欲識中道，

非偏則妄矣！
157

 

 

                                                 
154

 同前註，卷四，〈大心篇〉，頁 153。 
155

 同前註，卷四，〈中正篇〉，頁 185。 
156

 同前註，頁 172。 
157

 同前註，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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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船山之論，以道無適主，化無定則，而此則以「性」、「命」者，為氣之健、

順有常之理，乃主持神化，而寓於神化之中；見化雖無定體，一但於感後起用，

而為一物之性命
158

，則皆有定，而足以主持乎神化。 

船山此一「氣」、「神」之說，若將之持與《內傳》所主「在物者乘大化之偶

然，而不能遇分劑之適得；則合一陰一陽之美以首出萬物而靈焉者，人也。『繼』

者，天人相接續之際，命之流行於人者也」之說相較，雖非明顯「相違」，然此引

諸說之中，有謂「天命，太和絪縕之氣，屈伸而成萬化，氣至而神至，神至而理

存者也」，則即物之乘大化之偶然，而不能遇分劑之適得者，亦皆「神」之屈、伸

所至；故既云「所存為理」，實已將所謂「乘大化之偶然」者，不僅說之為「在天

即為理」，如《內傳》所云，亦乃同時釋之為乃「神」之所效。此點顯示船山乃有

意合「神」與「理」，以豐富「道」字之內涵。 

船山不僅主「陰、陽相和」、「氣、神相和」，且謂聚散不測之妙，乃有迹可見，

而性命之為健順有常，則無迹不可見。若然，則等同謂「德」有常而「業」無定，

無定者可見，有常者不可見。而所謂「德」之有常，必於「健」、「順」之相協中

見之；此所謂「風雨、雪霜、山川、人物，象之顯藏、形之成毀，屢遷而已結者，

雖遲久而必歸其原」。若是言之，則凡《內傳》所強調於「全《易》之理不離乎性

中，即性以推求之，《易》之蘊豈待他求象數哉」者，勢必亦將有所更易。船山以

是乃又有牽涉所謂「精義入神」
159

之釋義。船山注橫渠「『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

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一句云： 

 
精義，則伸有伸之義，屈有屈之義，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入神者，

否泰消長之機化有變而神不變。故六十四象而〈乾〉、〈坤〉之德焉，陰

陽之多少，位之得失，因乎屈伸爾。知達於此，理無不順，用無不利矣。

彼與物爭者，唯於天下生其思慮，而不自悅其心，研其慮，故憧憧爾思而

不寧，唯己小而天下大，異於大人之無不知而無不相容也。
160

 

                                                 
158

 此處船山由於乃釋《正蒙》「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而非

以釋《中庸》，故「性」、「命」二字非專就「人」而言。 
159

 「精義入神」四字出《周易‧繫辭下》，見〔魏〕王弼（字輔嗣，226-249）、韓康伯注，

〔唐〕孔穎達（字仲達，574-648）等正義：《周易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

藝文印書館，據清嘉慶南昌府學本景印，1976 年六刷），卷八，頁 10a。 
160

 見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五，〈至當篇〉，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



 

論王船山性理思想之建構與其內部轉化  367 

 
 

  

又曰： 

 
萬物皆備於我而會屈伸於一致，乃能與時消息；若大經未正，而急於乘時，

則性命不順。聖德之時中與無忌憚之跡相似而實相違也。誠行之者，無非

心理之實然。
161

 

 

船山此二處一面確認「否泰消長之機化有變而神不變」，一面則區分「正大經」與

「精時義」
162

之不同。所謂「精時義」，實即《內傳》所申「因時順變，不主故常，

則性載神以盡用，神帥性以達權之道至矣」之旨。特在《內傳》，因主「動、靜無

端，莫之為而為者」為「神」，故唯專注於「時至幾生於不容已」，而以仁、知皆

有其偏得，必聖人之有憂，乃能於百姓所日用而不知者，因幾生於不容已者而得

「時中」。而此則因主「性命者，乃寓於神化之中，而主持乎神化」，故於仁、知

之偏得中，擇「仁」以為「大經」。船山曰： 

 
仁者，生理之函於心者也；感於物而發，而不待發而始有，性之藏也。人

能心依於仁，則不為物欲所遷以致養於性，靜存不失。
163

 

 
又曰： 

 
體仁，則統萬善。

164

 

 
又曰： 

 

                                                                                                                             
《船山全書》，第 12冊，頁 214。 

161

 同前註，卷七，〈大易篇〉，頁 292。 
162

 「精時義」即所以「乘時」，義詳下。 
163

 見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五，〈至當篇〉，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

《船山全書》，第 12冊，頁 203。 
164

 同前註，卷七，〈大易篇〉，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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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生物之理，以此生，則各凝之為性，而終身率繇，條理暢遂，無不

弘焉；是性命之正，不倚見聞之私，不為物欲所遷者也。知欲仁，則志於

仁矣。
165

 

 
又曰： 

 
得中道之一實，以體天德，然後可備萬物之理。

166

 

 

又曰： 

 
正志者，正大經也。

167

 

 
而此所謂「仁」，船山亦以之通於《內傳》所指言之「復幾」；船山稱之曰「初心」、

「初幾」。其言曰： 

 
事物既至，則不但引我以欲者多端，且可託於義者不一。初心之發，善惡

兩端而已，於此分析不苟，則義明而不為非義所冒。
168

 

 

又曰： 

 
學聖之始功，在於見幾。蓋幾者，形未著，物欲未雜，思慮未分，乃天德

之良所發見，唯神能見之，不倚於聞見也。
169

 

 
又曰： 

 

                                                 
165

 同前註，卷四，〈中正篇〉，頁 157。 
166

 同前註，頁 163。 
167

 同前註，卷六，〈三十篇〉，頁 235。 
168

 同前註，卷二，〈神化篇〉，頁 88-89。 
169

 同前註，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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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神以知幾，德滋而熟，所用皆神，化物而不為物化，此作聖希天之實學

也。幾者，動之微；微者必著，故聞見之習俗一入於中以成乎私意，則欲

利用安身而不可得，況望其德之滋乎！
170

 

 

又曰： 

 
心思之貞明貞觀，即神之動幾也，存之則神存矣。舍此而索之於虛無不測

之中，役其神以從，妄矣。
171

 

 

又曰： 

 
知者，洞見事物之所以然，未效於跡而不昧其實，神之所自發也。義者，

因事制宜，剛柔有序，化之所自行也。以知知義，以義行知，存於心而推

行於物，神化之事也。
172

 

 

依於此引數說，「復幾」乃「天德之良」，故「初幾」決於「後幾」；止此一念之「知」，

即心思之貞明貞觀，可以洞見事物之所以然。而人之所以見「幾」者，亦唯「神」

而已矣。心有「神」，即所以見幾，故「存神」可以「見幾」。故船山又曰： 

 
心之神居形之間，惟存養其清通而不為物欲所塞，則物我死生，曠然達一，

形不能礙，如風之有牖即入，笙管之音具達矣。
173

 

 

又曰： 

 
澄心攝氣，莊敬以養之，則意欲不生，虛而自啟其明；以涵泳義理而熟之，

不使間斷，心得恆存而久矣。此二者所以存神也。
174

 

                                                 
170

 同前註。 
171

 同前註，頁 90。 
172

 同前註，頁 80。 
173

 同前註，卷一，〈太和篇〉，頁 32。 
174

 同前註，卷二，〈神化篇〉，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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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存神」所以「知幾」，而「存神」之功，則有二：一為「澄心攝氣」，一為「涵

泳義理」。「澄心攝氣」所以息欲，欲息則「幾」自生，「幾」生則涵泳之而勿失，

可以至德；亦如開牖納風，風入而笙管之音具達。 

「幾」知而「神」存矣，即所謂「大經正」，大經正，然後可以「乘時」。船山曰： 

 
聖功唯在精義，義精則入神。

175

 

 

又曰： 

 
神存而誠立，誠則理可肆應，感之而遂通。

176

 

 
又曰： 

 
萬事萬物之不齊，善惡得失二端而已。大經正，大義精，則可否應違，截然

分辨，皆素也。計度而知，設未有之形以料其然，是非之理不察者多矣！
177

 

 

又曰： 

 
經，即所謂義也。事理之宜，吾心有自然之則，大經素正，則一念初起，

其為善惡吉凶，判然分為兩途而無可疑，不待終日思索而可識矣。張子之

言神化盡矣，要歸於一，而奉義為大正之經，以貫乎事物則又至嚴而至簡。

蓋義之所自立，即健順動止陰陽必然之則，敔按，此所謂「立天地之大義」。正

其義則協乎神之理，凝神專氣以守吾心之義，動存靜養一於此，則存神以

順化，皆有實之可守，而知幾合神，化無不順。此《正蒙》要歸之旨，所

以與往聖合轍，而非賢知之過也。
178

 

 

                                                 
175

 同前註，卷七，〈大易篇〉，頁 292。 
176

 同前註，卷四，〈中正篇〉，頁 170。 
177

 同前註。 
178

 同前註，卷二，〈神化篇〉，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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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此為論，「大經」即「大義」，大經正即大義精，大經大義素正，則事理之來「可

否應違」，截然分辨，不待思索而可識。事理之宜，即吾心自然之則，但凝神專氣

以守吾心之大經大義，存養以恆，則自可協於化之神理，而義無不精矣。 

船山此說，一面乃合「仁」、「義」於一，故謂「一念初起，其為善惡吉凶，

判然分為兩途而無可疑，不待終日思索而可識」、「義之所自立，即健順動止陰陽

必然之則」；一面則是合「仁」、「知」於一，故謂「心思之貞明貞觀，可以洞見事

物之所以然」
179

。而其關鍵，則是依於「萬物皆備於我而會屈伸於一致」之說而論，

故其辨「幾」乃得有所謂「存神」之義，如彼所云。 

船山此種「會屈、伸於一致」之高度成熟之「動態」之說，其所以樹異於前

論，在於《內傳》但有陰、陽互動之相協，而不說有變前之「神」
180

，故所謂「全

《易》之理不離乎性中」，皆須於人之已然之「性動」中推求之，《易》之蘊無從

他求之於象數；其所謂「性、命通極於道」，與此所言「神存而誠立，誠則理可肆

應，感之而遂通」，實際必有涵括性上之差異。 

所謂「涵括性上之差異」，若具體分析論之，可別為二層：第一層，若依「以

知」之條件而言，即是藉由「氣至而神至，神至而理存」之論法，深化說明人之

所以「能知」之來源，並由此確認「知識」所以成為「可信賴之知識」之原因。

                                                 
179

 船山此處所闡，若不論其哲學之建構，而僅言其義理之途轍，則其前者，可以合陽明「良

知」之旨，而後者可以括朱子「格物」之義。 
180

 船山《內傳》謂「太者，極其大而無尚之辭。極，至也，語道至此而盡也。其實陰陽之

渾合者而已……陰陽之本體，絪縕相得，合同而化，充塞於兩間，此所謂太極也。張子

謂之太和」（見王夫之：《周易內傳》，卷五，〈繫辭上傳第十一章〉，收入王夫之撰，船山

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冊，頁 561），見其所指為「神化」者，既無「先

於二氣外」之化體，亦無「先於二氣外」之神體。此種論「化」不自「太極」之根本性

質辨說，而重視於直接以宇宙氣化已然之跡，推溯於其「所以成能」之「神化」觀點，

與其當時主張形上學不當離於宇宙構成論之觀點，極有關繫。至於船山於《正蒙‧太和

篇》「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一段，注之云：「太和之中，有氣有神。神

者非他，二氣清通之理也。不可象者，即在象中。陰與陽和，氣與神和，是謂太和。人

生而物感交，氣逐於物，役氣而遺神，神為氣使而迷其健順之性，非其生之本然也」（見

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一，收入《船山全書》，第 12 冊，頁 16），則論已有不同。

文中舉言「太和之中，有氣有神」，則明已是另以「形上」義之「氣」字與「神」字論所

謂「太和」；非《內傳》所持之義。余於它處於此有辨，論詳拙作後文〈論王船山哲學之

系統性及其基本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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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如就「所知」之對象而言，則是擴大論述人所得以「感通而知」之範圍，

而不必過分強調「全《易》之理不離乎性中」之說。 

船山之修訂《張子正蒙注》在康熙庚午（1690），船山年七十二，後《正蒙注》

初稿與《內傳》五年，未逾二年船山即卒。故今所見《正蒙注》，實即船山最終所

著，可代表其晚年之定論。唯就《正蒙注》與《內傳》而言，此二書內容仍有極

多部分，義屬相通，故評其最終結論之思想結構，仍須並論，而後加以解析，無

法單取。故上論即據此以為說明。至於船山所釋，是否即符《周易》與《張子正

蒙》之原旨，彼此之間之差異何在？其事則別屬另外之課題，不全然可依其所自

述者為論，亦非其它傳記資料所可確實講明。凡此皆當於另文中別詳
181

。 

七、綜論船山有關性理之哲學建構其所確認之最終結論 

依上述各節所論，可見船山一生於性理方面所作之義理思考，雖受理學之導

引，或亦自覺仍屬於此一傳統之內，實則從其初始，其對於議題之理解，或義理

之學所需之哲學支撐，其判斷皆來自自身特有之識見。此點顯示船山不僅具有「哲

學家」之風格，亦具有「哲學家」之稟賦，其學並不能皆依學術之傳統，或時代

之風氣，乃至時代之需求，而為全盤之解釋；雖則船山對於上列各項，亦有其自

為之考量與回應。 

今回顧前說，船山思想之形成，有一明確之起始點，即是彼針對「存有」之

為「存有」，所抱持之一「動態主義」之觀點。此一觀點，使其「陰、陽有定用，

化育無定體，故陰、陽可見，化育不可見」之哲學構想，於其一生之思惟中，充

分擴展。而此一擴展，表顯於船山性理思想者，即是其以「宇宙構成論」為根基

之「形上學建設」；至於其它關涉於社會思想、歷史思想者，則是其所形塑之「世

界觀」、「文明史觀」，與「歷史哲學」。本文所嘗試加以說明者，即屬前者。 

而若綜合船山性理思想之最終所得，即前所析論於《周易內傳》與《張子正

蒙注》者，為一概括之說明，則可謂其據「健」、「順」之合德以闡明氣化，除說

明其具有「動態性」外，亦認為在其形成、化育之過程中，呈現出一種近於「機

體」，而又非「機體」之功能性。 

                                                 
181

 有關橫渠辨「性」、「氣」與船山說之比較，論詳後文〈論王船山哲學之系統性及其基本

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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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認為「氣化」之功能，既具有「創造性」，亦於其實然之變化中，因於後

起結構之繁賾，從而引致複雜之「時位性」與「變異性」之說法，船山於其最終

階段，發展出兩種可以各自成說之理論結構。 

第一種結構，見於《周易內傳》，強調「易」之無方、無體，乃「周流六虛，

無有典要」，因以成功「神化」之不測
182

。於其論中，構成一切「有限實體」之基

礎，雖皆係出於陰、陽之變合，然陰、陽於化育之先，乃各有體、性。因而有「陰

陽實隤然為二物」之說。此所謂「隤然為二物」之二氣，既不可偏向以「純粹之

物質性」說之，亦不可偏向以「純粹之精神性」說之；甚至船山亦不主張「物質」

與「精神」乃「相互滲透、不可分割，卻又於運行之方式上，遵守兩項相關而不

同之原理」，如近現代部分西方哲學家所設想。 

此因船山所強調之「知」、「能」二種原理，雖使「無定化」之太虛，持續「持

恆」
183

而為太和，亦使人之處天下，無不可合之數、無不可用之物、無不可居之位
184

。然其所以互動而可易其「變」、「合」之位
185

，皆因所謂「太虛」之體之「化幾」。

此一「化幾」之可辨識，顯示任何屬於氣化之「局部性功能」，凡不可納入「單一

概念」，或「單一性能之轉用」以為說者，皆應將之區判為「自成體性」之異元；

而就陰、陽之實例言，此二種「自成體性」之異元，由於既非「相生」，亦不能「相

無」，故亦無從於單一之「時、位結構」中，獨立成為可產生「行動」之實體。此

                                                 
182

 此處所謂「不測」之神秘性，不僅指「化育之不可見」，亦指「易之無方、無體」。前註

〈135〉所揭引船山之語，所謂「《易》惟以此體其無方，為其無體，周流六虛，無有典

要」，即是指此。 
183

 所謂「持恆」，包括陰、陽之定用，及其變合調節之總量。船山《思問錄‧內篇》曾有

「神化之所不行，非無理也，所謂清虛一大也。（張子）神化之所行，非無虛也，清虛一

大者未喪也。清受濁，虛受實，大受小，一受賾。清虛一大者，不為之礙，亦理存焉耳。

函此以為量，澄此以為安，濁而不滯，實而不塞，小而不煩，賾而不亂，動靜各得其理

而量不為詘，則與天地同體矣。若必舍其神化之跡，而欲如倒景以上之天，奚能哉！」

（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 12冊，頁 406）之說，其

中「動靜各得其理而量不為詘」一語，即是釋明此理。關於「持恆」與象、數之關連，

參註〈140〉。 
184

 在此義之設定下，「人」之存在，即屬「形器之化」之一部，人不外於「形器」而別有

所謂「精神之獨立體」。 
185

 此所謂「互動而可易其『變』、『合』之位」，指氣化、形化中之「陽變陰合」與「陰變

陽合」；說詳前。 



 

374  文與哲．第十七期 

 
 

  

一基本性質，使陰、陽之變合，並非屬於一種「辯證式之運動」（dialectical 

movement）。船山於此階段之論述中，重新定義其自早年即已提出之「〈乾〉、〈坤〉

並建」說，而有所創發，此一理論性之建構，為所必要。 

依於此說，陰、陽之各成其「知」、「能」，皆須因「幾」而起用，隨「幾」而

變、合，此點不唯顯示「陰」、「陽」無法以另一更為高階之觀念，將之整合，亦

說明：所謂「以『並建』為『一體』」，「並建」之論與「一體」之論，並非屬於同

一理論層次。以「太虛」、「太和」為討論者，屬於「存有學」範圍；而論及「二

儀交合以成能」，則屬「宇宙構成論」。此一「綜論中見有不同層次」之論法，船

山書中說之者非一端，而以下述之言，闡之尤明。船山曰： 

 
陰陽二氣，絪縕於宇宙，融結於萬彙，不相離，不相勝，無有陽而無陰、

有陰而無陽，無有地而無天、有天而無地。故《周易》並建〈乾〉〈坤〉

為諸卦之統宗，不孤立也。然陽有獨運之神，陰有自立之體；天入地中，

地函天化，而抑各效其功能。故伏羲氏於二儀交合以成能之中，摘出其陽

之成象者，以為六畫之〈乾〉，而文王因繫之辭，謂道之「元亨利貞」者，

皆此純陽之撰也；摘出其陰之成形者，以為六畫之〈坤〉，而文王因繫之

辭，謂道有「元亨利牝馬之貞」者，唯此純陰之撰也；為各著其性情功效

焉。然陰陽非有偏至之時，剛柔非有偏成之物。故《周易》之序，錯綜相

比，合二卦以著幽明屈伸之一致。〈乾〉〈坤〉竝立，〈屯〉〈蒙〉交運，

合異於同，而經緯備；大小險易得失之幾，互觀而益顯。〈乾〉〈坤〉者，

錯以相應也。〈屯〉〈蒙〉者，綜以相報也。此《周易》之大綱，以盡陰

陽之用者也。餘卦放此。〈坤〉之德，「元亨」同於〈乾〉者，陽之始命

以成性，陰之始性以成形，時無先後，為變化生成自無而有之初幾，而通

乎萬類，會嘉美以無害悖，其德均也。陰，所以滋物而利之者也。然因此

而滯於形質，則攻取相役，而或成乎慘害，於是而有不正者焉。故其所利

者「牝馬之貞」，不如〈乾〉之以神用而不息，无不利而利者皆貞也。凡

言「利」者，皆益物而和義之謂，非小人以利為利之謂，後倣此。馬之健

行，秉〈乾〉之氣而行乎地，陽之麗乎陰者也。「牝馬之貞」，與〈乾〉

合德以為正也。「君子有攸往」以下，為占者告也。〈乾〉之龍德，聖人

之德；〈坤〉之利貞，君子希聖之行也。剛以自彊；順以應物。〈坤〉者，

攸行之道也。君子之有所往，以陰柔為先，則欲勝理、物喪志而迷；以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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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為後，得陽剛為主而從之，則合義而利。此因〈坤〉之利而申言之，謂

君子之所利於〈坤〉者，「得主」而後利也。
186

 

 
船山此處聲言「陽有獨運之神，陰有自立之體；天入地中，地函天化，而抑各效

其功能」，論中以「神」、「體」二字對言，即是說明陽、陰之分用為「知」、「能」，

其於氣化中施為之方式。其中所謂「神」，乃指「動而趨行」時「虛」體之不窒；

而所謂「體」，則指「動而赴止」之時，已趨「靜」者之為凝濁。於此說義中，「神」、

「體」二字，並非一指「精神性存有」，一指「物質性存有」，從而謂「精神」與

「物質」乃交互滲透而為化。 

至於其列言〈乾〉、〈坤〉之四德，謂〈坤〉之德，其「元」、「亨」同於〈乾〉，

以陽之始命以成性，陰之始性以成形，時無先後，為變化生成自「無」而「有」

之初幾，而通乎萬類，會嘉美以無害悖，「其德均」也。而〈坤〉德之為「利」、「貞」，

則與〈乾〉殊異。則以此時之陰，滯於形質，故攻取相役，或成乎慘害，於是而

有不正者之變合。此一立論之基調，大體而言，乃是沿前撰《讀四書大全說》時

所謂「陰變陽合，則陽受陰累，其變合不能以皆善」之說而為之論。然以「天之

幾」言，「虛」之為「虛」，既是不窒，而陽有獨運之神，何以陽受陰累，而其變、

合不能以皆善？船山則將其因，歸之於「陰乃所以滋物而利之」，故不免滯於形質，

而攻取相役，或成乎慘害。 

船山所指為「德」之「均」與「不均」，由於乃是各致其效，故於「幾」而言，

可以不生窒礙，而使「化幾」常轉；至於就陰、陽之「合德」而言，則是構成前

言「在物者乘大化之偶然，而不能遇分劑之適得」之常態。於是而有「在天者，

即為理，不必其分劑之宜」之說。船山前此論中所謂「理有不善」之說，至此已

有變改。 

而正因攻取相役之或成乎慘害，乃僅於陰之「利」、「貞」中見，陰、陽之各

有其四德之流布，乃交錯相麗而非以相礙，故「陽」之為「知」，可以於氣化種種

「不必然」之中，將其所可能因「幾」之轉而「偏用」者，逐一而顯，而最終則

達至於所謂「合陰陽之美」之「適得」。船山論「人」之謂「其性其命皆通極於道，

為『一之』『一之』之神所漸化」者，即是依此而立義。 

                                                 
186

 見王夫之：《周易內傳》，卷一上，〈坤〉，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

山全書》，第 1冊，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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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此一論說，除將天、地、人、物消長死生自然之數，衰、王、死、生之

成象，一切皆歸於太和必有之「幾」之所能外，亦將人之為吉、為凶者，一切歸

於「得主而後利」。而所謂「得主」，關鍵則在於以「存主」為「志」之義。蓋所

謂「陽有獨運之神，陰有自立之體」，就既形之後之人而言，人之自立之體，即是

人之形氣，而「獨運之神」之顯功，則在人心之「幾」所誠然未可掩者。至於人

之所以「繼善」，則必於此生氣之日生、日成中，剛以自彊，順以應物，從其天幾

之發，因其受命而成用；如是則可合義而利。船山此一「以陰柔為後，得陽剛為

主而從之，則合義而利」之說，由於區分「仁」、「義」展現條件之不同，故於論

義上，實已帶入「人如何由『自然存在』，進而為一『社會存在』？」之議題。此

點於其史論中，成為船山發展其特有之「文明論」之重要基石
187

。 

《易》理之生生不息，就其變化生成之「自無而有」之初幾言，雖似為〈乾〉

德之顯用，實則有陽必有陰，亦如有陰必有陽，此一幾之不息中，亦必有〈坤〉

德之「元」、「亨」以配之，而非孤陽所能成能。故船山哲學之闡明氣化，除說明

其具有動態性、創造性外，健、順之並建，仍是其核心之義。前引其說中所謂「人

各有性，而一陰一陽之道，妙合而凝焉。然則性也命也，皆通極於道，為一之一

之之神所漸化」，實際亦須自一般物變之「偶化」條件中，逐步實現。以是而言，

所謂氣之化幾，固乃因陰、陽之摩盪，從而具有變異之偶發性；並非自其初始，

即於其內部具有明確之「方向性」或「目的性」，使「化」之發展，循同一目標無

限向前。船山之說，與近現代哲學發展中，部分學者以「精神主義」（spiritualism）

與「自然主義」（naturalism）相結合而為之「創化」論
188

，仍有屬於立論性質，或

說立論形態上之差異。 

                                                 
187

 論詳拙作後文〈論王船山之文明史觀與歷史哲學〉。 
188

 其中一例，即是法國哲學家 Henri-Louis Bergson（1859-1841）所提出之「創造進化論」

（Creative Evolution）。參見 Henri Bergson, Creative Evolution （L'Evolution créatrice 1907）, 

translated by Arthur Mitchell,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1；〔法〕亨利‧柏格

森撰，姜志輝譯：《創造進化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民國以來學者，或有即

以其說與船山之論相比附者，如熊十力（子貞，1885-1968），見所撰〈與張素武〉（熊十

力：《心書》，收入熊十力撰，蕭萐父〔1924-2008〕主編：《熊十力全集》〔武漢：湖北教

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冊，頁 26-27）。關於熊十力此種論述角度之所從來，余前曾

有論，說詳拙作《錢穆》（收入王壽南〔1935-〕主編：《中國歷代思想家》〔更新版，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第 24冊，頁 22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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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船山此一以「乾、坤並建」為觀點之動態論，於其重訂《張子正蒙注》之

時，則又有重要之更義。船山於此後一階段之論中，雖仍持守「陰、陽者氣之二

體，動、靜者氣之二幾」，以及所謂「道無適主，化無定則」之說
189

，然卻於「陰、

陽定體」之上，重新定義「太和」，以所謂「和」，乃「陰與陽和，氣與神和」。此

一「和」之概念，雖非超於陰陽、健順之上，然無此「和」，即無乾、坤之並建，

「和」乃陰陽、健順之體；此體因陰、陽之感應以起用。而即因所謂「道」、所謂

「神」，皆有此「通理」之義，故化雖無定體，「不測」乃迹，神之所至，理即存

焉。而凡萬物之性、命，皆得「主持」之義。 

船山最終於《正蒙注》中之所訂正，不僅於存有學之義涵中，有意合「神」

與「理」，以豐富「道」之內涵；依前所分析，其說亦同時展現一種義理學上之更

義，從而有「精義入神」之論。此一最終義之調整，顯示船山一生之哲學建構，

雖是欲以一種新形態之宇宙構成論，完善其形上學之組織，使其所體認之存在於

理學內部之認識論危機，得以緩解；其自身對於心性論之考量，亦仍是時時影響

其宇宙論發展之方向。就此點言，船山之儒學特質，仍是極為鮮明。 

綜上所述，為船山一生於性理思想方面之發展，論中所涉及，為其思想體系

之建構，與其思惟轉化之歷程。至於此一逐步發展之歷程，其所展現之「形態」

意義，與其所賴以奠基之「哲學預設」為何，以及此一歷程如何導引船山，使彼

於前所提示之「乘利用以觀德」之一面，成功將「史學」與「經學」結合，以形

成其特有之史論、史觀，甚至發展完成為一系統化之「文明論」與「歷史哲學」，

凡此種種脈絡，則非本篇題旨所及，當另文別詳。 

                                                 
189

 見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一，〈太和篇〉，收入王夫之撰，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

《船山全書》，第 12冊，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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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er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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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ng Fuzhi was said to be the greatest philosopher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Yet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his metaphysical system 

remains to this day unclear to the world. There were numerous interpretations about the 

structure of his system, and these interpretations aroused controversial debates which 

leads to no conclusion. Part of this situation was caused by the immense volume of 

Wang Fuzhi’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and their complication in arguments. This paper 

aims to reconstruc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Wang Fuzhi’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hrough careful examination of his lifetime works, and to create a new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analysis, the formation of Wang Fuzhi’s philosophical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Each stage differs from one another but shares certain 

common ideas and tendencies. In this article, the inner transition of Wang’s thoughts 

were highlighted and explain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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